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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她的发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超前特征。中国的早熟在于当其他各国仍处于奴隶社会的襁褓之中时，中国就开始迈入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进而形成了延绵千年之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农业文化。然而，在工业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中国却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的行程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以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向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步履蹒跚。值得欣喜的是，一个亦工亦农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的出现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一切。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正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占到中国现代化大生产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一个庞大的新产业工人群体。农民工是转型中国独有的现象。探究发达国家工业化走过的历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变，并没有出现过“农民工现象”。在我国，“农民工”是一个独有的现象。“农民工”一方面根系农村大地，另一方面又漂泊于城市空间；一方面无法割舍乡村情结，另一方面又渐渐融入城市情愫。制度分割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农民工群体的漂浮感日益增强。

农民工问题是当今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工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主要取决于中国农民向中国市民，再向中国公民的过渡和转型。从农民的身份，向农民工身份的变化，再向市民的身份变化，将是中国社会公平民主进步的表现。

由于农民工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大批学者将目光聚集于农民工问题这一研究领域。其中季文的这本专著就是聚焦于农民工社会融合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本书是以社会资本为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建树。经过许多杰出社会学家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当然，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学术界仍有一定的争议。但是，这不能影响社会资本这一分析工具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价值。当前以社会资本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术成果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从微观角度出发，立足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连带来研究农民工城市就业问题。大多数研究没有搭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资本的“中国式”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值得庆幸的是，本专著恰恰弥补了这一点。这也是本书的最大特色。由于在许多方面，相关学术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建构一个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并非易事，这一点，作为学术研究者大多知道其中的艰辛和复杂。本书作者在建构中国式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上是颇为用心的。本书在建构中国式社会资本理论时，将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农民工的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入结合起来。事实上，在研究二元结构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劳动经济学已经建构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但在城市融入方面的研究却显得不足。在阅读农民工问题的大量文献过程中，总觉得农民工的转移和融入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许是这个问题过于繁杂，也许是选择角度难以把握，大多数研究只是研究了其中一个方面。本专著将两者巧妙的结合起来，用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将其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入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对象。

本书通篇结构也较为完整。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了符合国际惯例的实证研究方法，内容饱满、论证严谨。大凡对农民工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和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社会融合的学者，都可以细细阅读此书，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我推荐此书。是为序。





童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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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言

1.1　研究缘起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忧心忡忡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1〕

 。这一预言正已经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现实。中国大地上的3亿多农村劳动力正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遥望着工业文明象征的城市。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象。数以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其数量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世之罕见。根据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农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调查，当年外出就业的农民工约1.2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4％左右。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大约2亿人
〔2〕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三轮驱动下，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阶层产生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经过10多年时间，农民工这一群体正在发生三大转变：一是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二是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入转变；三是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3〕

 。

从目前看，农民工类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本书关注的是后一农民工群体。这部分群体一般已经在城市务工了一段时间，极少一部分开始沉淀下来。相对于这极少一部分而言，绝大部分农民工都难以留在城市并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他们奔波于城乡的空间变换，辗转于工农的职业更迭，漂浮不定、无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那么他们如何转移和沉淀于城市就是我国现代化过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也不断加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在不断加快，但是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却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尤其是第一产业中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这种状况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进程失调。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实施“五个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是一个重点。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城乡统筹”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点。按照工业化国家走过的一般路径，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重要指标，其中城乡人口比例的优化是一个因素。但目前我国过大的农村人口比例显然成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劳动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对农村劳动力的研究是当前一个热点。经济学研究立足于运用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解释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缺陷是明显的，即忽视转移过程中“人”的作用。而生动的、鲜活的个人动机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所不能忽视的。近几年来，一个理论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独辟蹊径，这就是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将“人”放置在一个重要位置上。重点研究“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es，1988）认识到社会网络理论在解释移民问题上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移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移民以及在移民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都与社会网络有关
〔4〕

 。国外研究人口流动的结构—历史—功能主义范式，始终认为人口流动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和历史因素有关，人被视为对特定结构的回应。近几年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解释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李培林（1996）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过程中寻找工作、交友方式等依然保存了乡土社会网络的浓重痕迹，在他们进入城市之后，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城市农民工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依然是以地缘、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他们非理性的选择，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理性的选择。因为这种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节约成本。彭庆恩（1996）、渠敬东（2001）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主要围绕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李汉林（2002）、赵延东（2002）、曹子玮（2003）、王毅杰（2004）、郭星华（2004）、刘传江、周铃（2004）、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等人都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对个体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合方面进行了研究。显而易见，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解释农民工问题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空间。但是，仅仅围绕个体特征进行农民工研究，不能将农民工流动视为一个对历史回应的过程，不能将其视做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难以站在历史—结构的背景下真实了解农民工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历史真相。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运用西方理论一般性地解释我国农民工这一本土化问题，而应该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实现理论创新，搭建一个可以解释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进而解释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农民工问题”。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一个具有与西方工业化时期农村劳动力城市融合不同路径的课题，其背后蕴藏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体制等因素。因此，单纯地在西方理论话语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只能是脱离现实，事半功倍。吸收西方理论的优秀经验，从本土出发，搭建一个具有本土化的理论框架，站在社会资本视角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并解释农民工城市转移、城市融入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与规律，正是本书力图解释与说明的主要问题。

1.2　研究问题界定

本书研究重点是“农民工城市融合”，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农民工城市融合；二是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三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特征。

第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城市融合”。这个问题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城市转移，二是城市融入。关于城市转移，与传统观点不同，本书采用了“转移”而非“迁移”。“迁移”是西方经济学在讨论劳动力流动时的常用之词。与西方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时期向城市迁移不同，他们并没有受到过多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制度的影响。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既具有空间上的移动，也具有体制中的移动，是空间、文化与体制多重变动的结果。由于制度隔离和事实上的城乡分离，城市转移，不仅仅具有一种空间距离上的意义，还具有制度建构上的意义。关于城市融入，也具有多重意义。包括工作组织融入，工作岗位融入，社会交往融入，情感、尊重等方面的城市认同等等。

第二个问题，本书主要从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视角来构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按照社会资本理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受到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影响的，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一资源是个体在行动中，实现具体目标而产生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包含着网络和结构双重特征。我们探讨的农民工群体是“离土离乡”的一个群体，他们连接着农村和城市两个社会空间，因此，这里的“网络”分为“乡土网络”和“城市网络”，又称为“初始网络”和“新型网络”。这两类网络都是以个体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组织和社会体制特征。社会组织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这里的组织包括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包括基于血缘、情缘和乡缘基础上的家族，也包括城市中按照爱好、兴趣和价值观取向建立的社会团体。正式组织主要指工作单位。社会体制也是本书在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时的一个结构要素。农民工是一个制度产物。农民工个体是嵌入在具体社会体制中的个体的“人”。情感、价值与文化这类规范也是我们建构农民工社会资本模型所考虑的基本要素。

对第三个问题，本书中的“农民工社会资本”主要有三个层次，具体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前两个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从结构视角来阐述，后一个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从网络的视角来阐述。结构视角主要从体制、组织、地域和文化角度加以探讨，而网络视角主要基于个体的社会关系连带方面来考察。

总之，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部分：

第一，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理论模型的构建；

第二，农民工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第三，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实证研究。

1.3　研究意义

本书立足于社会资本这一视角，考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在基于对已有的文献较为详尽占有的基础上，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作为研究目标，有利于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理论支持。第二，在以往的研究中，以社会资本作为工具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成果不在少数。但是以往的研究在运用社会资本这一分析工具时，仅仅专注于作为微观层次上的个人社会关系连带，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制度、组织、文化等其他因素。因此，本书在社会资本这一工具使用上，尽可能将制度、组织、文化等其他因素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和经济考察之中。在当今中国，处于特定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一种双重转型，一方面是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无论哪种转型，都意味着体制、规则、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制度经济学启示我们，社会转型受制于制度刚性。以“农民工”这一特定概念为例，可以发现：农民工的身份特征是城乡制度分割的产物。“农民工”群体的身上印刻着难以磨灭的制度烙印。在我国宪政体制框架保持不变的基本前提下，制度变革呈现出一种渐进性的状态，一方面市场体制开始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行政体制却呈现出一定刚性。市场转型理论和权力延迟理论都说明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保持了现有宪政体制状态和原有状态的延续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如果仅仅探究个人社会关系连带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并以此作为探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工具，就难以揭示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全部内容，也无法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面貌。因此，以社会资本为研究工具，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第三，城市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又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西方在社会融合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但是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在解释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当前中国实际来看，转型社会和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重动力下的一个特殊“产物”，是城乡社会断层的“产物”。这种“特殊”不仅表现在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一样的演进路径，还在于其中充满着不确定、更加繁复的多重因素。探究“中国式”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不仅需要我们面对中国特殊的现实国情和历史背景，更要我们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以创新的眼光和严密思维解释城市融合的复杂与规律。

总之，借助于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无论在理论价值上还是在实践价值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本书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沿着这样的线索：在综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框架，通过实际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获得第一手数据，通过理论框架搭建分析模型，来验证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而为研究理论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撑。本书的技术路线为：

[image: alt]


图1-1　本书的技术路线

1.5　本书内容安排

本书分为六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绪言。交待研究背景，界定所需研究的问题，阐述研究意义、确定技术路线，说明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第2章，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主要对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源和社会融合等理论进行论述，同时界定与明确农民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等有关概念，介绍国内外研究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网络等关系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已有研究成果的局限与不足，并指出进一步有待研究的问题。

第3章，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介绍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构成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构建涵盖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分别阐述我国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的形成、内涵及其特征。

第4章，依据第3章提出的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对城市融合进行了阐述，提出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研究假设。

第5章，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状况分析。主要说明研究样本、调查方法。重点说明农民工的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的基本测量情况以及描述性统计。

第6章，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的实证检验。介绍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

第7章，总结与政策建议。讨论有关研究结论，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本书创新之处有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与社会资本关系这一命题，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从社会资本的微观视角——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这一问题。这类研究也重视到制度因素和政府层面的作用，但是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来解释与剖析农民工城市融合这一问题，解释力显得不足。本书不仅重视社会资本微观层面的分析，还将组织作为中观层面社会资本要素，将宏观体制和文化作为宏观层面社会资本要素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进而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合这一命题。这是前人研究所没有涉及的，无疑是一种创新。

第二，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农民工城市转移层面，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有研究，但是绝大多数集中在个人和政府层面，没有将组织层面纳入其城市融合研究之中。本书的一个重点是将社会组织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之中，研究城市之中各类社会组织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这是已有的研究所缺少的。这一点也是一个创新。

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限于条件，实证部分的样本数据取得只能以南京为范围。由于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的特点，而数据具有区域性特点，这可能导致基本假设和检验结果在适用性和推广性上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由于调查是以已经转移出的劳动力为基本样本而不是在农村实地获得的包含转移和未转移的数据样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宏观社会资本的研究假设验证，本书只能通过描述性分析来验证假设。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二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李强于2000年在北京调查的职业声望表。时过多年，社会快速发展，新的社会职业层出不穷，声望评价也会出现新的变化，但限于手中没有掌握更为权威的职业声望调查，只能运用2000年的职业声望表来检测。这可能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本书的研究结论。

以上两点不足，在后续的研究之中应尽力弥补。

注释


〔1〕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3〕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4〕
 Portes, Alejandro Social Capital: The Origins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wiew of Socioloy, Vol.24.


第2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2.1　概念界定

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主要有：农村劳动力、农民工、社会资本、社会网络。

2.1.1　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

“农村劳动力”这一概念在我国具有和西方理论界不尽相同的内涵。“农村劳动力”不仅仅指职业上和工作空间上的概念，还具有身份上的概念。农村劳动力是指具有农村人口户籍，满足劳动条件的农业人口。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劳动人口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不仅仅具有是产业结构上生产要素的意义，还更具有特定制度下的身份构成和身份区别上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国家按地域人为地将人口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并通过强制性法律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种划分固定下来。因此，农村劳动力不仅仅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还是相对于城市人口的被固定在农村的、具有制度性身份的人口。农村劳动力是通过制度固定在农村地域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村从事乡镇企业和商品流通环节的人口越来越多，但制度性身份仍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

“农民工”这一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近十几年来，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越来越多。关于农民工的界定，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如何界定农民工，迄今还没有明确、公认的说法。
〔1〕

 不同的研究对农民工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城乡流动人口”
〔2〕

 、“农村流动劳动力”
〔3〕

 、“流动民工”
〔4〕

 、“农村移民”
〔5〕

 等。陆学艺（2004）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和界定农民工。一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是非农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是花在非农活动上，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属于被雇用者，雇佣他们的可以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业人口
〔6〕

 。杨思远（2005）认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农民工都可以分为“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两种形式
〔7〕

 。“在乡农民工”的产生是农村工业化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农村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乡镇企业纷纷出现，政策开始放宽农民进入市场的限制，承认私人企业，允许帮工，允许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进入乡镇企业、村舍企业和各类乡村合作经济组织。于是农民开始进入上述领域。一方面，他们农忙时令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乡村企业从事生产，因此具有双重职业的特点，他们没有离开家乡，亦工亦农。“进城农民工”是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或服务的农民。这部分群体，他们户籍身份仍是农民，但他们完全离开家乡，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综上所述，关于“农民工”的界定，几乎所有研究都将“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称之为“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收入来源的劳动者
〔8〕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进城农民工”。但与上述“农民工”概念略有不同的是，本书更从动态角度考察农民工群体。他们包括曾经是农村户籍，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身份已经发生改变，已经转变为“城市户籍”的这部分历时意义上的已经发生身份变化的“农民工”。

2.1.2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是指个人社会关系连带。社会网络起初是在微观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指在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连带。社会网络也指一个组织。罗家德（2005）认为：社会网络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中心社会网络，一种为整体社会网络
〔9〕

 。但主要还是研究社会中的个人关系连带和组织中的个人关系连带，其视点仍然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观。本书在论述中不加限定词，而运用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时，主要指微观视角下的个人社会关系连带。

“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网络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之中的一种潜在资源，具体包括网络资源、组织资源以及制度和文化。“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是在突破“资本”的一般性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在帕森斯之后出现的新经济社会学中提到了“社会资本”，但是没有赋予其清晰的界定。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也有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网络和制度化相关的潜在资源。社会资本较之社会网络起始定位不仅仅表现为微观，如指个体关系中嵌入的资源，还指具有制度化、组织化的特征。目前，从已有的文献看，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与文化上的意义，是连接宏观和微观的一座桥梁。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义“社会资本”的。

本书采用“社会资本”作为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工具。这是因为“社会资本”不仅仅指个人社会关系连带，还容纳了制度、规范和文化等内容。转型时期，一方面，个人的社会交往空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体制与组织的作用也依然存在。因此，社会资本不仅指个人社会关系连带，也指组织特征，还指制度分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农民工群体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制度设计的一个特殊结果，带有明显的制度烙印。由于制度的影响，也直接导致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组织和行政体制占有上的差异。因此，要解释中国背景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不仅需要关注农民工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还要重视农民工在城市之中的就业组织，也要重视制度、规范和文化等多重特征。

2.2　西方劳动力迁移与社会融合理论研究

本部分主要介绍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和西方社会融合理论，通过理论文献的回顾，为探讨主题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2.2.1　西方宏观劳动力迁移理论

西方学者对宏观劳动力迁移理论进行了研究探索，其中一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有很大关系，对我们研究主题有很大借鉴作用。1885年和1889年，E.S.雷文斯坦以《论迁移的规律》为题的论文，先后发表于英国《地理杂志》和《皇家统计学会杂志》。关于迁移规律的论述，他总结了七大规律。其中他提出迁移大部分是短距离迁移。迁移的重点是以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为方向。转移具有“梯次效应”，即小城镇转移到城市，乡村转移到小城镇。长距离转移则涉及转移者对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偏好。
〔10〕

 距离是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内容。距离代表了两点互动的可能性。因为存在互动的可能，在短距离的条件下，更容易形成社会网络。1966年E.S.李发表了《迁移理论》，提出了四大假说，一是迁移和迁出地相关的正因素和负因素；二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正因素和负因素；三是介入障碍；四是个人因素。在个人因素中，E.S.李也提到了距离和一个人对其他地方的认识程度和智力因素。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相关。因为在短距离环境中个人更容易具有相识的人群，进而对迁入地产生不同的认识。距离越短，熟悉则可能越多。在介入障碍上，E.S.李将法律作为迁入障碍的原因。法律是一种宏观社会结构形成的动力因素，它可以促使宏观社会网络定型。不同的法律直接影响宏观社会网络形成。关于“距离模型”。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距离是迁移的障碍，两地之间迁移概率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G.S.托尼（G.S.Tolley）认为，社会联系具有拖网效应，越远迁移人数越少。短距离（100英里以内）迁移，原有的社会关系还能维持；区域间（100～1000英里范围内）迁移，社会关系就可能断裂，但由于范围内环境通常相似，所以新社会关系能够很快建立起来；长距离（超过1000英里）迁移往往就迁入完全不同的环境。托尼首次将“社会关系”与劳动力迁移联系起来，并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建立。G.奥尔松（G.Olsson）在《距离和人的互动》中认为，迁移过程中距离和人们之间的互动具有高度相关性。由于近距离更容易产生互动，因此，近距离更容易结成社会关系，进而促进转移。相反，远距离不容易产生互动，因此，不容易结成社会关系，不易促进转移。

K.斯温德尔和R.G.福特1975年将迁移理论推向前进。他们认为：迁移发生的过程主要由下面三要素组成：地区、迁移者和组织。他们明确提出，地区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具有不同人口和功能的空间网络，由此形成一个具有不同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地区等级。在这里K.斯温德尔和R.G.福特两人正式提出地区可以看做一个空间网络。“网络”概念在迁移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他们还认为，“组织”是迁移的重要因素，“组织”既可能是指控制迁移流的像政府一样的正式组织，也可能包括种族、自然灾害、政治纷争、战争等非正式组织。这里政府也被纳入迁移影响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代表正式网络开始纳入迁移理论之中。R.郝伯尔（R.Herberle）在1938年发表的《乡村—城市迁移的原因》一文里就已指出，迁移是由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是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A.K.马博贡杰（A.K.Mabogunje）的论文《乡村—城市迁移理论的系统研究》运用了系统模式分析迁移。根据迁移系统理论，A.K.马博贡杰认为，一个迁移系统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首先，是潜在的迁移者，他被来自这个特定环境的刺激激励而离开农村；其次，是存在的多种制度或者控制次系统，它们决定系统内流动的水平；第三，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或者调适机制，它们在迁移者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乡村——城市迁移系统中存在两个最重要的次系统：乡村和城市控制系统。在乡村地区，核心家庭、扩大式家庭和当地社区依靠它们对各种活动的支持，可以在正、反两个方面对迁移量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城市控制系统通过就业和居住机会决定迁移者归化到城市环境的程度。迁移在乡村和城市都引发一系列的调适行为。所有的系统都包括驱动力或能量，在乡村——城市迁移中这种驱动力是刺激农村个人流动的力量。乡村居住者迁入城市以后在这个系统里仍然起作用，依靠他向原住地发回信息的反馈作用，他还可以影响这一系统未来的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反馈，迁移者的迁移过程在一定时间里就会停止。如果乡村迁移者和原住地保持联系，并且反馈回去关于迁入城市的信息是积极的，就会刺激产生经常性的迁移；反之，如果信息是消极的，向这个城市的迁移就会只有很少的数量。

马博贡杰将个人、环境以及各种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力量作为影响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重要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迁移和融入的整体理论思维。特别是他将宏观的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纳入迁移系统，为我们从更高层次上理解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迁移的影响提供了思路（见图2-1）。

总之，在解释城乡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宏观人口转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其中，宏观人口转移理论认识到距离、社会关系、关系网络以及制度、文化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劳动力转移一个崭新的理论思路。但是宏观劳动力转移理论没有搭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影响了其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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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马博贡杰的人口融入城市循环

2.2.2　西方劳动力社会融合理论

城市融合，在西方社会融合理论研究中，简而言之，就是劳动力的现代社会融合问题。社会融合问题是近几年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社会融合问题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Social exclusion theory）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新兴社会理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里勒尔（Lenoir）于1974年提出的。他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个人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的边缘。当时里勒尔的定义主要指经济领域中互相排斥的现象
〔11〕

 。后续的学者大大拓展了里勒尔社会排斥的内涵。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2000）是研究社会排斥的重要人物。他认为，社会排斥有多种形式。主要有经济排斥（econominc exclusion）、政治排斥（political exclus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其中经济排斥包括就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融入，还包括日常生活消费品使用上的不足，还有无居住地；政治排斥表现为个体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方面；社会排斥是指个人不能享用社区的公共设施，参与公共事务程度低，家庭中的闲暇时间少以及弱社会网络导致的孤独。
〔12〕

 魏科尔（Walker，1997）认为：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成员从决定个人整合的系统中排斥出来的现象，这些系统有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13〕

 。

西尔弗（Silver，1994）将社会排斥划分为三种不同范式：团结型、特殊型和垄断型。
〔14〕

 团结型范式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人和整个社会之间诸纽带的削弱和断裂过程。特殊型范式则认为，排斥是一种歧视的表现，是群体性差异的体现；这种差异否定了个人充分进入或参与社会交换和互动的权利。市场实效和未意识的权利都可能导致排斥。垄断型范式则认为群体差异和不平等是重叠的，它将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之一。权力集团通过社会关闭限制外来者的进入。还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排斥还有居住地上的排斥，人权上的排斥、发展战略上的排斥以及社会安全上的排斥。

从社会融合（Inclusion）的角度入手研究社会排斥也是一个重点。罗宾斯（Robbins，1994）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连接（Social Link）的断裂；社会排斥概念指向一个社会存在的两个社会阶层的危机，它比社会不平等具有更复杂的意义
〔15〕

 。托瑞勒（Tourine，1991）认为，社会排斥指一部分人被一个社会排斥到相对于主流社会和中心社会的边缘。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延伸，它不仅仅影响到贫困人士，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他指出，由于社会正处于从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转型的时代中，社会排斥的含义已经从上层和底层转向中心和边缘的区别。
〔16〕



社会排斥与社会网络、社会连接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帕西·史密斯（Percy-Smith）指出，社会排斥是“关系”概念，意味着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地位上被排斥出其他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体现在交往的人数、交往的对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分布、基于社会网络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或是否为当地的社会关系网所容纳。
〔17〕

 吉登斯认为，个人不具有强社会网络也是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之一。较弱的人际关系，一方面造成较强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又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团体活动。因此，马歇尔（Marshall，1965）认为，在过去三个世纪中社会发展出来了三种公民形态：即契约公民、政治公民、社会公民。契约公民建立在公民有行使财产权的自由、有享受司法正义的自由等；政治公民有平等参与政治权力运作的权力。社会公民则强调公民享有经济和社会安全的权力。社会排斥往往表现为社会参与不足而产生的社会隔离。这种社会隔离是个人作为公民参与国家、社区、市民活动没有实现的问题。因为不能作为公民参加国家、社区、市民活动，所以无法建立社会关系，也就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中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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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孤立”的假设。他认为，非社会聚合是社会联系中社会失散的特殊形式。因为不能够建立社会联系，进而无法建立社会网络，享受不到公众群体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这样就会处于孤立的状态。这种孤立状态表现为失去团体网络，在经济上得不到支持，进而家庭社会网络失去依靠。
〔19〕

 里特沃德和赫克姆（Littewood and Herkommer）用“疏离造成的排斥”来表示人们由于受到社会接触、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限制和限定而成为边缘性的和被打上耻辱烙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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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籍英国经济学家阿蒂亚玛·森认为：排斥出社会关系亦会导致其他剥夺，由此会进一步限制人们的生活机会，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和文化团体之外的人将在社会、心理、政治、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这将使人变得贫困或长期不能摆脱贫困。
〔21〕



里特沃德（Littewood）不是从社会排斥的现象入手进行分类而是从对于社会排斥的论述进行分类，他把有关社会排斥的论述分为三种：资源分配论（redistributive discourse）、道德下层阶级论（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和社会整合论（integrationist discourse）（Levitas，1998）。资源分配论认为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是一个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道德下层阶级论强调在社会排斥中个人的责任，弱势群体在面对社会排斥时，有时是他们自我排斥，不参与社会。社会整合论强调改变弱势群体的状况要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等等，去让他们融入社会。
〔22〕



总之，社会融合理论是以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为基础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联系由于出现断裂，因而遭到社会排斥，进而无法融入社会。

2.3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

2.3.1　社会网络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理论逐步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主要学科，自90年代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最早提出“社会网”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盖奥尔格·齐美尔（Geory Simmel）。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社会。
〔23〕

 他在《群体联系的网络》（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1992）中第一次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网络”一词，并把社会想象成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社会是相互之间有多重关系的单个人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些单个人处于经常的相互作用之中
〔24〕

 。齐美尔的思路十分独特，具有极强的结构主义思维逻辑，对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影响极大。他的基本思想是个人和群体的双重性。群体由个人加入而组成。当一个人加入群体的时候，受到群体的约束，建立起个体和群体的基本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网络关系。因此，他主张研究个人不能从单个孤立的人出发，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网络关系角度入手。他的基本思路是：个人进入网络时，他不仅仅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点，而且会将其他社会网络关系带入现在的网络。

齐美尔非常重视人员数量所引起的互动性质的变化。他认为，在多人关系中，会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互动形式。齐美尔还认为，不应该单纯研究社会交流，而更应该注重分析个人行动，个人行动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原子”的个人行动者的动向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决策的具体场所
〔25〕

 。个人行为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在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所进行的行为都是互动的，都是在相互关系网中实现的。齐美尔所倡导的形式社会学将社会网引入人际关系研究中，对研究人际关系和群体之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日后的社会互动论者分析社会行为的蓝本。

当代社会网络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怀特（Harrison.C.White）从社会网络角度解释市场的渊源，认为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互相观察彼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重复这种关系而自我再生。1981年，怀特在其著名论文《市场从何出来？》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White，1981）。
〔26〕



作为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他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怀疑与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存在着“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因为只考虑了个人动机而忽略了社会情境、社会制约。格兰诺维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时，借用了波兰尼（PolanYi，1985）的有关“嵌入性”概念。就有关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嵌入”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表达在了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刊》上发表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嵌入性问题》一文中
〔27〕

 。“嵌入性”（Embeddedness）问题最初由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Polanyi）在他的论文《经济：制度化的过程》中提出，用来表达和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的关联。波兰尼认为，传统经济不同于现代经济，它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与其他非经济因素融为一体，而非独立的系统
〔28〕

 。在波兰尼眼中嵌入性成为分析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其分析中，经济功能是作为其他非经济的社会制度的副产品，经济系统整合在社会系统之中，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实践和关系。此外，由于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所以，经济生产的各构成要素，如生产资料的配置和劳动分工以及产品分配，都与社会结构相关联。因此，在探讨经济活动规律和特征时，从非经济结构因素的视角来考察是非常必要的。但波兰尼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市场关系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显得非常明显；相反，在现代社会中，市场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系统而存在。格兰诺维特明确反对波兰尼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市场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他指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是受到社会关系牵制的。人在决策之中既有理性的经济人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信任情感也会左右个人的经济行为。这就是“内嵌性”概念。因为人们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具有制约个人行为的作用。格兰诺维特运用社会网络来解释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求职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中，弱关系对寻找劳动力市场机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提出“弱关系假设”这样一个著名命题。

博特（Burt）是另一位研究社会网络的著名学者。1992年博特在他的《结构洞》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结构洞理论是指在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之中，位于没有重复信息源的网络位置，具有最高效率。博特认为，在一个网络之中，一个人的位置越自主就越独立，效率最好，得到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够调动资源。这是博特的一个基本思想：不重复的信息源有效率。一个人的网络越多越好，这是首要条件；与此同时，不重复的网络多多益善，更有效率。他认为关系网络是一种投资，网络建构需要效率。如果一个人的网络具有重复性，这样他所得到的信息就会雷同。重复信息导致低效率。因此，构建网络必须讲究绩效。一个人不需要将所有网络都构建起来，而是只要建立某些主信息源以打通各个异质信息群体。这样可以节省资源，通过主信息源来维持和管理次信息源。乌泽（Uzzi Brian）是另一位研究社会网络卓有成就的学者。他在研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网络时发现：如果一个企业和银行间有社会网络关系，就会提高企业得到贷款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贷款的价格，即关系网络可以促使行动成功。同时，如果一个企业和两个银行之间具有两种关系网络：一是紧密型，即与银行保持业务往来；二是疏远型，即与银行保持一定距离，那么，两种网络有机结合是最有效率的，即网络的互补更有利于行动。

2.3.2　社会资本理论

2.3.2.1　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中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对社会资本这样界定，“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诸多形态之一，它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得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会员”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并进而为获得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了保证。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和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
〔29〕

 。

尽管布迪厄最早引进了“社会资本”概念，但真正对“社会资本”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并使之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南（Putnam）。科尔曼指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种性质：一是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它不是一种私人资产，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另一位研究社会资本的著名学者普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波特斯（Portes）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集体内影响着成员经济目标及达到目标的行动的对于行动的干预，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价值内化（value introjection）、互惠交换（reciprocity exchanges）、有界整合（bounded solidarity）和强制信任（enforceable trust）。不同研究者对社会资本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包括嵌入网络的、体现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还包括制度、文化等要素。在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之后，一大批学者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概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种可以利于行动的资源，与网络和社会结构有关，也与组织、制度、规范意义上的价值、文化有关。

2.3.2.2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功效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理性选择。这种方式是传统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主要方式。理性选择方式继承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动机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理性选择包括以下几个假设：（1）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个人有判断选择和行为的成本及收益的能力；主流经济学将理性的个人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2）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只要有个人理性，就存在实际收益计算的可能。（3）制度和文化是既定的，对所有个人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可以忽略。（4）个人被确定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所以冲突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常态。与其他理论对手相比，理性选择范式在确立基本假设上，采用了“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有力工具。

随着社会科学发展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范式开始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判。第一，个人并不总是理性的。特别是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质疑后，个人理性遭到后来学者的广泛批判。第二，个人并不总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总会放弃利益，而形成合作关系。第三，制度和文化并不是均质影响人类行为的。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人们的行动具有选择性。总的来说，经济理性遭到的质疑，其起点都是经济理性忽视了社会性的存在。因此，传统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人们的社会性需求，特别是在多样化环境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选择。这样，寻找一个新的视角、新的解释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就成为摆在社会科学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当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社会资本理论其基本假设为：第一，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第二，人在决策之中既受到经济行为的影响，产生收益，也受到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信任与情感的作用，其对左右个人的经济行为具有作用；第三，信息是不完整的，信息的流传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影响；第四，个人效用不是孤立的，个人会随时受到有关系的他人影响而改变效用函数；第五，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会影响其资源、信息的取得，也会影响其所受到的社会制约，进而影响其经济行动。

无论如何，引进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它避免了单纯地将经济理性作为个体行为的一般标准，避免了将制度（制度也是个体之间互动的一个结果）排除在理性人行为之外的经济分析，避免了将文化历史沉淀排除在个体行动的要素之外，这样更能够全面反映个人在行动中的选择，也就更加真实、客观地考察现实生活中的鲜活场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为宏观动机和微观行为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以往的研究往往将个人行动的宏观动机和微观行为割裂开来。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将两者结合起来。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人行为是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的，个人的行动选择是基于个人理性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衡量基础上形成的，个人行动价值受到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个人价值又会影响个人行为，进而又决定整个宏观社会行动价值。这样形成了一个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的循环，促使微观和宏观连接成一个整体。

2.4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

2.4.1　西方社会网络理论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

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在论述劳动力迁移的非经济因素时，注意到两个方面因素。一是距离。雷文斯坦认为，转移具有“梯次效应”。一般来说，转移因为受到距离影响而受到约束。因为距离影响，转移往往是从乡村到小城镇，小城镇到城市。二是网络。G.S.托尼认为，距离是迁移的障碍，两地之间的迁移概率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他进一步分析了原因。他认为，迁移受到社会联系的影响。社会联系具有“拖网”效应，短距离可以维持足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而长距离则不行。“网络”开始和社会关系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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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一大批学者开始研究社会网络与劳动力迁移和职业寻找的关系。阿金·马博贡耶（Akin Mabogunje）在对非洲城乡移民进行研究后，提出了“移民系统”理论，它包含了一组移民输入国与一些移民输出国地区相对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成于移民流动，基于各种纽带，而纽带和它们之间的互动，正是移民研究最恰当的背景。移民系统这个框架可以整合其他研究方法，以及移民过程中各种主体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以及常被忽视的方面如政府
〔31〕

 （Kritz，Lim and Zlotnik，1992）。道格拉斯·梅西（Massey，1998）指出，移民现象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现实，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过程造成新移民。移民网络的扩大属于最重要的机制。
〔32〕

 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1988）在对迁移到美国的外国移民的研究中发现，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移民，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网络密不可分。波斯特提出，社会网络在移民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3〕

 。

在职业地位和社会网络关系上。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论证了弱关系是劳动者找寻更高收入和更好职业的重要力量。他从四个角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度：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通过强弱关系的界定，格氏提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连接的纽带，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群体内部由于身份地位的相同，导致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联系的不同群体则掌握不同的异质性信息，弱关系充当了信息桥的作用。马其顿和郝伯特（Marsden and Hurlbert，1988）于1970年对“弱关系”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在底特律的研究证明，关系强度与职业地位获得并无直接关系。魏格纳（Wenger，1991）在德国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那些在流动中处于地位较低的蓝领工人主要通过强关系获得社会资源，而流动前所处地位较高的白领则主要通过弱关系来获得社会资源。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在同一网络中，地位低的人可以通过强关系得到网络中地位较高者的帮助，而地位较高者很难在网络中找到更高地位者帮助自己，只能通过弱关系向网络外的人求助。威尔森（Wilson，2005）在研究墨西哥移民中提出了社会网络的五个原则
〔34〕

 ：第一，移民迁入新的地域呈现出多区域性。第二，工作场所和类型成为网络的落脚点。特别是首批移民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类型影响着后来者。第三，弱关系力量假说。第四，松散的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第五，紧密的网络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东方此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85年日本学者渡边深在东京的调查中发现了与“弱关系假设”完全相反的结果。他在研究中发现，日本白领在求职过程中大多运用的是强关系。边燕杰（1988）则根据自己在天津调查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在中国，人们更多地利用强关系获得更好的工作。在社会融入上，研究者也进行了迁移者融入社会的研究。边燕杰（1999）在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求职行为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与格氏研究的西方社会通过弱关系建立求职渠道不同，华人社会更多依靠强关系
〔35〕

 。林南等人还研究了不同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本作用于个人职业流动的影响，他发现不同体制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作用表现为不同的强度。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或发达的地区，人们更多通过弱关系实现向上流动。相反，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地区，强关系更可能导致职业升迁和地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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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项研究中，边燕杰、张文宏发现，在中国，强关系所依存的社会资本仍然是职业地位升迁与获得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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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燕杰（1999）等人提出网络结构观来弥补地位结构观的缺陷。网络结构观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边燕杰研究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中的中国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应用地位结构观来解释中国现象存在很大局限，社会网络因为体制的不同发挥作用是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以格兰若维特所言的“弱关系”为主，这种关系在于传递信息。弱关系由于能够获得异质性信息更有助于获得较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职业；相反在中国，社会网络主要以亲戚和朋友两类强关系组成，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以传递信息为辅。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网络理论对社会网络和求职及其职业地位关系进行了论述。“网络”被认为是一种“互动”和“交换”的结果，虽然在关系强度上，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格兰若维特将关系强弱定义为“社会距离”的分类。他将群内和群外划分作为关系强弱的标准，事实上是将社会阶层这一“社会距离”标准引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分析之中。同时，他又将“互动”作为关系强弱的一个界定标准。他认为，是紧密型互动和交换还是松散型互动和交换是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的重要标志。在职业地位上，格兰若维特认为，弱关系更有利于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的职业。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研究的对关系强弱判断的标准。边燕杰对关系强弱的研究判定，强关系更多地是“规范”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连带。在具体研究之中，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纽带被确定地作为“强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强关系，具有传统规范上的意义。

2.4.2　我国农村劳动力城市流动与社会资本关系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城市流动内在机理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研究农民工流动过程中，许多研究都是立足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这两个分析工具，将其流动看做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实现的。这类研究可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转移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第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赵树凯（1998）认为，农民工的乡土网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外出前就存在的初级乡村关系；第二是外出后建立的次级乡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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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1996）认为，农民工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民工获得信息方面、迁入城市方式方面和找到第一份工作方面，农民工利用乡土社会网络的比例均占到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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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李培林（1996）认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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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敬东（2001）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及其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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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等人（2005）的研究也表明，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民工潮”，外出打工的民工流动主要依靠初级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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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研究也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以自发外出方式为主，通过亲友介绍实现外出就业的占到相当比重，2004年有65％的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外出就业的。同时调研发现，农民工通过组织方式（主要指乡村劳务输出机构等组织）外出就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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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农民工城市求职途径和融入方式。求职途径是指求职者获得职位的方式。对于农民工的求职途径，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和答案。袁方（1992）将个人求职和就业途径分为自然继承型、劳务市场继承型、亲友介绍型、社会分配型、个人谋职型和社会选拔型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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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汉龙（1997）则根据上海市的实证资料分析，总结出了目前中国城镇劳动者获得职业的四种类型：计划体制渠道、劳务市场渠道、人力资本渠道、社会网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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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林等人（2000）则从就业渠道是否制度化和就业背景出发，将求职渠道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安置型、社会网络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配置型、社会网络型
〔46〕

 。边燕杰（2001）等学者提出，城市居民的职业流动途径包括网络机制、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
〔47〕

 。赵延东（2005）则将求职分为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
〔48〕

 。按照以上求职渠道的划分，农民工求职可以分为：非正式渠道、社会网络型渠道和劳动力市场配置型渠道。

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阶段性；二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路径；三是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获得的关系。四是初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关系；五是农民工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阶段性方面。蔡昉（2001）认为：劳动力迁移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者从迁移地迁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移地居住下来。
〔49〕

 韩长赋认为，农民工城市迁移具有多种原因，这种迁移分几个阶段，最后在城市逐步沉淀下来
〔50〕

 。在农民工迁移路径上。石英（2004）在2003年对西安农民工群体就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调查，他认为，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合上还是具有很大区别的，省内人口迁移的流向一般为乡村—乡镇—县城—中小城市—大城市。如果是沿着上述路线逐级流动的“阶梯迁移”，居民的社会融合度就较高、较稳定。而“越级迁移”，即由乡村直接进入大城市，这种迁移具有不稳定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社会融入
〔51〕

 。但是石英没有解释阶梯迁移带来稳定性的原因。季文（2007）研究认为，行政层级、地理区位和区域文化形成了宏观社会网络。行政层级的影响，形成了乡村—乡镇—县城—省辖市—省城多个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形成了宏观社会资本，进而形成了阶梯转移的制度逻辑。
〔52〕

 在职业地位获得与社会资本关系上。赵延东、王奋宇（2006）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研究者称之为：城乡流动人口，研究者专门做了说明。）在进入城市找工作时，弱关系发挥了一定作用，初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人力资本对收入具有较高影响
〔53〕

 。赵延东和王奋宇（2005）关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经济地位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经济地位产生影响，社会资本的影响比人力资本更大。
〔54〕

 李树茁等（2007）在深圳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
〔55〕

 陈成文、王修晓（2004）在对长沙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城市中农民工的先赋性因素对其职业声望的影响有限，相反，自致因素的作用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工作经历和技能的积极影响上；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则更多地与城市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相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刘传江、周铃（2006）认为，农民工依靠原始社会资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而需要依靠新型社会资本才能融入城市社会。
〔56〕

 在初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关系上。李汉林（2002）也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弱关系
〔57〕

 。刘林平（2001）认为，平江农民工群体到深圳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资本，而不是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金融资本
〔58〕

 。他认为，新型社会关系是在拓展初始社会关系基础上获得的。项飙（2000）在对北京的浙江村研究后认为：关系，是“中国人的一套关系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上，移民的流动，并非从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进入到另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而是在流动中改变这些体系，形成新的社会体系，即非国家空间
〔59〕

 。在社会资本和社会排斥方面。王春光（2003）认为，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时，遭遇到制度短缺。在城市务工过程中，强社会关系是主要社会机制，由于与城市社会的分割，他们只能在原有的熟人圈子里寻找社会关系支持，强化了熟人关系对他们的作用，导致农民工始终处于水平流动的状态。由于国家制度安排没有给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空间，城市社会也就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成员对待，从而对他们构成了社会排斥，在这些排斥中，农民工也强化了对城市社会的不认可，在观念上和行为上游离于城市社会
〔60〕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是研究农民工社会融合较早的一位学者。他利用抽样数据研究了发达地区4个村本地人和外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整合问题，认为外地农民工进入异地乡镇企业务工过程中往往遭遇经济排斥、社会排斥和政治排斥等多重排斥。
〔61〕

 在农民工转移和融入的社会支持研究方面，文军（2005）认为：农民工流动本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移民系统”，在这个移民系统中，它实际上存在着宏观、中观、微观三重结构。他认为，宏观结构指国家制度、政策、法规；中观结构指移民网络，包括血缘、地缘、亲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微观结构包括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他还认为，农民工迁移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移入地而成为新移民；第二阶段指一部分移民留了下来，并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发展出在新环境中生存的社会网络；第三阶段，农民工长期定居意识的产生，在对移入地的向往和与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区的形成、发展，使得新移民日益倾向于在移入地永久定居下来；第四阶段，新移民的生存和争取公民权与其他社会权利、法律地位的阶段
〔62〕

 。他认为，每个阶段都存在社会网络与社会排斥的问题。

其他一些研究也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如郑筱婷、王君研究了社会关系网络和雇主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员工拥有越多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对雇主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也就越大。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地区外来劳动力越多，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猖獗。
〔63〕



以上研究丰富了农民工社会融合与社会资本关系研究。在农民工转移方面，距离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距离包括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距离决定了互动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获得。社会距离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地位获得具有相关性。强关系和弱关系均可能对农民工职业地位产生影响。社会资本和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制度因素是影响社会排斥的重要因素。

2.5　已有研究的不足和仍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已有研究丰富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这一问题的探究，但是总体上分析，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没有建构一个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整体性理论框架。从目前来看，尚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正如李培林指出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处于“摸清情况”阶段，即通过调查揭示和描述流动民工的总量、结构、空间分布、流向、流出方式、流动规则和流动机制等，在理论上尚未有突出的建树。
〔64〕

 二是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过于简单化，特别是没有将体制因素、组织制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考虑进去。大多数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将转移和融入分割开来，没有将其看做一个整体。三是实证研究方面比较匮乏，大多数处于描述性统计和直观分析上。

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民工研究文献的梳理与总结，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亟须进一步研究。

第一，构建一个本土化的、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实际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这一模型需要将制度、组织和文化以及个人社会关系连带容纳进去。由于缺乏相应的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型，此类研究呈现出相当零散、碎片化。第二，农民工在城市转移这个基础上，突出农民工城市融入这个重点，将体制、组织和价值认同考虑进去，形成完整的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理论框架。第三，借助于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为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以及假设提供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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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

资本理论框架

3.1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要素

在第二章的文献回顾中，介绍了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可以获取的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特定的构成要素和动力机制。下面着重分析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要素。

3.1.1　互动——社会资本形成的行动要素

齐美尔（2002）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正是人们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个体之间的互动才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1〕

 每个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换的过程。霍曼斯（Homans，1950，1958）认为，互动、情感和活动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和正相关关系。
〔2〕

 个体互动越多，它们越可能共享情感，越可能参加集体活动。同样地，个体共享情感越多，它们越可能互动和参加活动。林南（2005）认为，个体行动者可能在共同利益上进行互动，但他们将他们个人的与位置的资源带入互动情景之中。
〔3〕

 互动是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社会联系的基本方式。一个个体处于社会之中，需要和其他人交换资源，必须进行互动。因为互动，许多个体可以组成小的行动团体，进而形成行动组织，最终影响社会结构的构成。这种行动团体事实上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互动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同质性互动，二是异质性互动。林南认为，同质性互动是指拥有相似资源如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异质性互动是指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互动不仅仅代表着两个行动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行动者所占据的两个社会位置的互动。因此，互动可以从他人或者他人的社会位置上获得资源。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这种资源能否转化为社会资本，关键在于能否促进行动者的个人行动。因此，互动是形成社会资本的最基本的行动要素。

3.1.2　距离——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要素

互动并非发生在所有个体之间，总是发生在一定的人群之中。只有在有前提的条件下，互动才有可能发生。这个前提就是“距离”。距离包括“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社会中的个体互动，往往是建立在地理距离相近或者相邻的基础上的。这种距离的影响与作用，也可以推广到组织和区域。两个社会组织由于地理距离的邻近，更具有互动的条件。两个区域之间具有地理上的接壤与邻近，也会产生互动。距离相近或者相邻，意味着互动成本的降低。社会距离也是形成社会互动的基础。刘军（2005）认为：在社会网络之中，与“关联性”密切相关的是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因为行动者之间的距离不同，就可以找到行动者在网络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也可能有助于理解社会“同质性”和“团结性”等特点。
〔4〕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中差序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关系亲疏程度的向外扩散而形成的。这里的血缘关系就是一种社会距离。血缘亲属关系是一种人类基本的制度形式之一。人们根据血缘基础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特纳认为，亲族虽然是促进经济行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在促进超越小经济区域的宏观层次上发展能力有限。
〔5〕

 林南认为，社会距离是同质性互动的条件。处于相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更倾向于互动；相比之下，跨社会阶层的异质性互动要困难得多。
〔6〕



3.1.3　规范——社会资本形成的稳定要素

规范是人们在行动之中遵守的基本规则，是对他人的行动认可。科尔曼（1999）认为：“规范”这一概念，在描述社会系统活动及其在社会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在当前社会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7〕

 他指出，“规范”存在的条件是社会认定对规范涉及的各种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利，不是由行动者掌握，而是由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掌握。
〔8〕

 规范具有层次性，科尔曼（1999）指出，规范是宏观水平的产物，它的基础是微观水平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
〔9〕

 按照这种逻辑，规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小团体之间交往的行动默识；二是在更高更大团体（如各类组织）中的价值观；三是区域或者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只有在共同认可的规范前提下才能具有持续互动的可能性。因此，规范是一种保证个人互动的前提。规范既有微观上的情感认可的意义，还有组织、制度认可上的意义。行动默识可以解释小团体的黏合和稳定。在小团体之中，每个个体必须遵守共同的行动默识，否则违反行动默识的个人可能会有被排除出团体的风险。在高于团体之上的各类组织中，规范上升到统一行动的价值观。这种具有一致价值观的规范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违反这种价值观可能遭受组织排斥。文化是规范的最高层次。科尔曼（1999）认为，社会资本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10〕

 杨雪冬（2000）认为，由于社会资本与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使用它作为分析的基本概念时，应该特别注意到它的文化特殊性和地域性特征，否则就难以准确地理解不同社会团体中社会资本的构成和运作方式。
〔11〕



互动、距离和规范共同构成了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要素。互动是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又影响社会结构的构成。距离是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又一要素。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共同决定了人们互动的基本条件，进而决定社会资本的形成。产生于互动条件下的规范，是稳定个人情感、组织价值和国家文化的黏合剂，规范保证了个体与他人行为的预期。因此，科尔曼认为，规范一旦出现，便可以引导个人的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收益。
〔12〕



3.2　社会资本层次及其内在关系

3.2.1　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开始关注到社会资本的不同层次的特征。研究者大多将微观角度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可以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的途径。中观角度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他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
〔13〕

 。对社会资本的宏观角度分析所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阶级、社会或国家中一个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
〔14〕

 。

明确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始于布朗。布朗（Brown，2000）从结构性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于这样三个层次的资本，布朗做了如下解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自我的观点，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结构的观点，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包含结构的观点。
〔15〕

 对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解释，布朗进一步给予了说明，他认为：在这个层次上，包含政治经济体制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具体指宏观经济的、文化的和规范的、政治的。同时布朗提出了宏观社会资本网络、中观社会资本网络和微观社会资本网络的概念。
〔16〕

 早期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均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但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看法为其后的研究者将社会资本从微观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提供了可能性。

不同学者根据自己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研究方向及内容对社会资本有不同划分。例如，在组织理论学界，爱德勒与匡（Adler and Kwon，2002）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合称之为“外在社会资本”，因为他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在的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
〔17〕

 。边燕杰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分类，提出了三种分类依据——网络嵌入资源研究法、网络结构研究法、网络成员研究法，这三类分类依据可以粗略对应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析。李纳和温伯伦（Leana and Van Buren，1999）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社会资本。个体层次社会资本指所谓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含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集体层次则是内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以促进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个人的结构位置以及群体的结构方式原本都属于中观层次上的分析。个人的外在社会关系，则属于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
〔18〕



特纳（Turner，2005）也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进行分析，宏观层次指社会制度、中观层次指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微观层次指面对面相互作用的交往”
〔19〕

 。图3-1是特纳关于宏观层次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社会资本和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划分：

[image: alt]


图3-1　特纳的不同层次社会资本

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有一段经典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资源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按照布迪厄的理解，社会资本是与社会关系有关，这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与相互默认的社会网络相关，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网络与制度化形式相关。这样我们可以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观用图3-2表示：

[image: alt]


图3-2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观

林南（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可以说林南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观进行了具体化。林南认为，社会结构正式化程度，从所谓的正式组织或等级制结构（如公司、机构）到自愿性社团和俱乐部，再到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而不同。
〔20〕

 林南（2005）认为，社会网络代表着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
〔21〕

 他认为，“正式结构”是指：由一整套（合法的强制）关系（控制链）——对某些有价值资源进行控制和利用——相联结的位置组成的等级制结构。
〔22〕



按照林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我们将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嵌入在个人社会关系和制度化的等级制两种类型。林南的社会资本观可以如图3-3所示。

[image: alt]


图3-3　林南的社会资本观

事实上，林南在对社会资本分类时，将等级制结构中的组织和体制放置在一个视野中考虑，也就是将中观和宏观放置在一起考虑。如果按照布朗和特纳的社会资本划分逻辑，可以将林南所认为的与等级制有关的社会资本分为“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两个层次。这样，也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微观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中观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等级制组织中的资源；宏观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社会体制中的资源。具体如图3-4所示。

[image: alt]


图3-4　社会资本层次

3.2.2　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内在逻辑关系

关于微观层次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社会资本和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相互之间的内在作用逻辑，特纳给予了非常精彩的解释。特纳在解释三个层次社会资本关系时认为：从高到低的视角看，一定数量的人们为了满足在一种环境下生存基本需要的方式（宏观层面）会影响不同类型社团和组群单元的产生，同时限制面对面交往的流量。从低往高的有利视角来看，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由面对面互动所维系，同时宏观制度的各种力量则是由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构成
〔23〕

 。特纳认为，宏观、中观和微观都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

不同层次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关系逻辑。这种关系逻辑消解了个体主义视角和整体主义视角的对立。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直接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从微观角度出发，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影响着中观层次上社会资本的构成。因为微观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直接影响到中观层面的构成形式。组织的产生是个体互动与黏合的结果。个体通过互动，达成行动默识，共同遵守承诺。这是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开端，也是林南意义上的“社会网络”。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加入某种权威，形成对某些资源控制和利用的结构，这样中观层次的社会组织也就产生了。中观层次的社会组织通过等级制的形成、权威和资源控制进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个体处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动用嵌入在组织中的资源。这种结构经过长时间的社会检验，逐步通过更高形式的强制力进行固化，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形式。每个个体在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层次中，都有个人的社会组织的位置，社会组织又在制度等级中居于一定位置。每个组织和制度等级具有控制资源的天然存在，个人居于其间，也就可以获得潜在资源。

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上的宏观制度体系，内在地规定了国家的制度等级和社会阶层结构。国家制度体系的形成也在中观上体现在各自社会组织之中。国家层面的管理方式、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都要通过中观社会组织来体现，没有中观社会组织体现宏观层面的制度模式、管理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支持，国家制度体系、管理模式和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建构和稳定的基础。因此，中观层次的制度体系、管理模式和价值取向必定体现宏观层次的要求。国家层面的宏观社会制度、管理模式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一方面国家采用强制性手段的推行与实施；另一方面建构稳定的形式，其中等级制是一种最优形式。此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较好的管理形式。通过强制性手段和教育性方式，并通过稳定的社会组织来建构中观社会层次，从而影响了中观社会组织的构成。中观社会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和价值观无疑会对组织内部人群的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各类社会组织是宏观社会的组成部分，中观层面中社会组织的稳定性，一方面来自于组织内部的等级制结构，另一方面来自于价值训导。组织依靠等级制和权威维持，价值取向也是组织稳定的一种形式。稳定的价值取向可以统一组织内人们的思想，维护组织稳定性。组织的内部运行逻辑和道德驯化直接影响到个体在社会之中的行为，个人行为不仅仅是自我理性的选择，也是受到社会情境制约的。其中各类组织对个体行为的选择和人际关系的互动具有很大影响和制约作用。

3.3　传统中国社会的构成与特征

传统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特点。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比之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特征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的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结构是从家庭出发，由亲到疏一层一层向外延伸的差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差序网络不但是个人和家庭借以发生社会联系的渠道，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
〔24〕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区别于西方人网络的最大特征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亲、熟、信为一体的义务交换关系。
〔25〕

 许倬云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的序言中专门对国家形态进行了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与剖析。许倬云认为，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经济、政治、思想、社会四重体系构成的一个网络世界。其中普世性的儒家意识形态以文官系统与皇帝制度相辅的帝国体制，以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以编户齐家为基础，有阶级、却又有相当流动性的动态社会，家族与社区相叠的社会组织，凡此思想、经济、政治、社会四项体系，彼此之间，重叠相和，互为影响，构成一个紧密而稳固的多体系文化复合体。体系的生长和扩大，是由点到面，由核心到边陲的扩散过程。第二，其最终网点，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能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第三，体系生长与升级的辩证法。由于体系空隙的存在，便导致正规体系与挑战体系的冲突，最终将两个体系由长期接触（或强烈接触），而整合为一，构成一个建立坚实又扩大的新体系。新的体系必须接纳挑战体系，始能提升为另一层次的稳定。然后，以新体系为核心，将再有内在的挑战体系，随着空隙而逐渐成形，因而复始。
〔26〕

 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历史进程在近现代受阻，说明没有“接纳新的挑战体系，提升为另一层次的稳定”这一结果的出现。许倬云先生的导入视角正好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互为补充，一个立足微观，一个放眼宏观，构建了以网络和结构为视角的微观机理和宏观生成的辩证逻辑。王沪宁也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是由以家族为网络的社会构成系统
〔27〕

 。家族系统是一个中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其生存、维持、保护、绵延、族化等功能维系着传统中国社会家族这一中观层次的嬗变与选择。

传统中国是一个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组成的社会结构，其内在结构的形成、稳定与嬗变都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铺垫了基础，揭示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构成与特征，对于本书搭建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无疑具有指导与借鉴作用。

3.3.1　中国传统社会的微观构成与特征

中国社会的构成是家庭。家庭是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特征。家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地理概念。1948年美国中国史研究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村子里的中国人最近主要还是按照家族制组织起来，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主。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
〔28〕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中国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特征，给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家族结构式的社会”。他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下父系家长制的深刻烙印。
〔29〕

 家庭意味着在某个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基本单位的组合。历史上个人的社会关系源于“家”。因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和政治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原则，是从家庭、家族这里发展和引申出来的。
〔30〕



中国人关于亲族分类是世界各民族中最为复杂的。见表3-1。

表3-1　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

[image: alt]


中国人常说的三亲六戚。第一，就是宗亲。就是自己同一祖先的亲人，以及他们的配偶。这是与自己同一姓氏的最亲近的血缘关系。第二，是外亲。就是指母亲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虽然不和自己一个姓氏，但是在自己出生之前，就已有必然的血缘关系，所以是第二重要的亲族。第三则是妻亲。就是妻子的直系亲属。这种亲属关系是后天的，只是由于婚姻的关系组成的。

家庭作为传统中国的微观构成，其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本单位。个体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天然地“嵌入在”已经存在的家庭亲缘关系之中，等到长大结成夫妻，延续了血脉，和合了两姓，原本同一亲族扩大了，一姓成为两姓。在这种夫妻关系上，展开了一种异常复杂但又十分严格的家庭、亲族、亲族共同体的关系。个人的初始社会关系网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费孝通先生在他著名的《乡土中国》中创造性地提出“差序格局”这一观点。他认为，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问题，费孝通先生用“网”这个词专门进行了阐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家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31〕

 第二，是以紧密型互动为维系的社会基本单位。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型互动以血缘关系为远近而依次展开。血缘关系越近，互动越频繁；血缘关系越远，互动越疏少。血缘关系纽带在牢固了亲缘关系，缩短了社会距离的同时，强化了互动机制。这些都巩固了信任机制。恩格斯认为，“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32〕

 第三，是依靠辈分权威为规范来维系家庭秩序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定居型”是一个主要特色。一个家庭往往定居于某一个特定地域，进行持久的互动，进而形成维持家庭存在的规范。在一个家庭之中，其内部秩序是依靠一定的权威来维系的。家庭中按照辈分决定权威的大小，通过血缘关系确定辈分来维系家庭秩序。每个个体在家庭之中承担着义务和权利。最高权威同时也是一家之长，维持着权威的存在，同时也承担着家庭生机维持的基本义务。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微观构成是以“家”为基点的。家庭不仅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还是其活动的社会空间。家庭显然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的存在是以丈夫和妻子的互动为基本而展开的。然后根据血缘关系的距离形成互动，血缘关系越紧密互动越频繁，越具有信任，血缘关系越疏远互动越疏少，信任感随之下降。在互动过程之中，维系家庭稳定和秩序的是辈分基础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一方面可以行使家庭权力，另一方面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这种规范无疑是几千年来家庭稳定的基本条件。

3.3.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观构成与特征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谈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时，将这一结构描述为“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个层次。事实上，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化的一个概念。“民间精英”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社会组织集合。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精英是指传统社会村落宗族的长老、领袖等人物组成的社会组织的领袖象征。他们的存在和威望是基于家族这一组织体系之上的。虽然家族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是由于血缘纽带和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维持，事实上成为主导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组织。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之中，民众与国家的互动，是通过宗族这一组织来达到的。这样家族或者宗族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观层面的社会构成的基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向外拓展在中观上就形成了“族”。一个共同地域居住者拥有同一祖先、共享同一祠堂、拥有同一宗谱的群体形成“族”。宗族就是在家庭、家族之上逐步形成的。宗族在传统社会中是区别于官府这类正式组织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在1927年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权力支配系统：一是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二是由宗祠支祠以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族系统”，三是由阎王天子、城隍庙王以及土地菩萨以及玉皇大帝和各种神灵的神权构成的“阴间系统”和“鬼神系统”。
〔33〕

 事实上，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权力架构分为三类，其中现实社会中包含两类：国家正式系统和家族民间系统。对于家庭和家族的关系，王沪宁（1991）认为，家庭不同于家族。家族文化应该放置在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上思考。
〔34〕

 宗族这一传统中观层次的维系是依靠亲疏、长幼、尊卑，按照家庭、家族、宗族一层一层地放大和联系起来的，形成了一个个大的宗族组织。宗族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关系。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表现了一种原始人际秩序。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的是凡有血统关系的人。
〔35〕

 中国家族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联结着并统治着乡村中国。

在传统中国，官府这一正式组织，实际管辖常常只到县这一层级，而再往下则往往由家族、家族共同体来维持社会的生活秩序。在传统乡土中国，家族的秩序由家族权威来维系。在一个家族中，往往一个有学识、辈分高、年龄长的人最有威信，因而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亦成为“乡土精英”。他们掌握着家族公产、对同姓的亲族关系进行协调，也通过他们与官方的特殊关系，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维系着居住空间的权力。

乡土中国中观层面的社会关系如何维系？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是依靠家谱、族谱这一类文本来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共同性知识；二是通过“乡规”、“族规”等来确立居住空间的秩序，协调内部关系；三是通过仪式化的各种活动，例如红白喜事、宗教祭司等活动，强化这种家族秩序和内部凝聚力。传统中国中观层次上的社会网络通过“礼”和“乡规”来规定。礼的作用是教化，在礼这种不成文的习俗和规定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行动规范。这里古代传统的“礼仪”非常复杂和细致，对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态度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规”是家规、族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惩罚手段。家族作为联结家庭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中观层次上的意义。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对乡村中国的权力系统作了一个概述，他用“文化网络”来描述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的等级组织和巢状组织类型。
〔36〕

 杜赞奇认为，这种网络不同于国家正式组织类型。

作为中观层次上的家族社会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家族是建立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家庭联合。每个家族都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产生的，地域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家族的纽带联结和内部权威维持；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以“族居”为例，特别强调了地域在家族文化中的重要性。由于传统社会交通条件和地域的广大，王室的制约力难以企及；地域的范围性特点也就维持着家族体系内部的互动。地域范围越小，互动的紧密性越高，地域范围越大，互动的紧密性越低。自然屏障造成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的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也促进了自然屏障的构成。
〔37〕

 二是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并不断拓展的家庭联合。家族是具有一定层次的社会组织。一般来说，遵循“核心—边缘”逻辑。血缘的远近是家族层次的层次性的依据。王沪宁认为，血缘关系本身就制作出一种生物学上的等级梯度。血缘的等级关系获得了社会关系的意义。
〔38〕

 家族体系的绵延、族化等功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纽带，互动在血缘这一社会距离上展开。三是家族是依靠共同权威维系的家庭联合。礼俗性是家族共同体依据约定俗成的和继承下来的习俗及习惯来维持秩序，而没有正式的规则和法则。这种礼俗通过各种活动包括红白喜事保证了家族网络的牢固。与礼相对的是“法”。宗族依靠族法、家法来惩治违反家族和宗族规定的思想、举止和行为。

3.3.3　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构成与特征

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家”处于最上层。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历史上看，由于国家幅员辽阔，真正意义上有独立边疆的现代国家形式并没有在封建时期出现。我国古代只有“边陲”概念而没有“边疆”概念。历史学家多数认为，有国际认可的明确的疆界，有国家主权观念，亦即“民族—国家”，这是近现代的事情。葛兆光（2002）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其含义为：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于一个国家。认同的标准是“心同”，是文化价值的认同。
〔39〕



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社会网络是以国家这个层面为架构的。在国家这个层面上，东西方对其定义是不相同的。西方视野中的“国家”是Country、State、Nation，都没有“家”（Family）的含义。世界上仅有中国总是将“家”和“国”连在一起。

传统中国是由松散的部落联邦构成的共同体，由共同体结成大联盟的。在历史上逐步成型的中国价值观念系统里，“国”的意义和价值早已经超过了“家”。但是，以“家”为基础的关于“国家”的价值观念是历史构建的。从根子上讲，传统社会的人们生活的基础和认同的单位，最初还是家庭和家族，所以很多伦理价值上的观念和维护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认同，并由此逐渐放大，而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的。在古代中国，殷周以后，形成一系列的宗法，其原则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种宗法经过文字书写，它就成为了一种“规定”。如果这种“规定”扩大到国家，将父子、夫妇、兄弟、长幼的关系，扩大到君臣、不同层级的臣子和士农工商的秩序，它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国家层面上，这种制度是受“暴力（军队、监狱和警察）支持的”，于是就形成了国家。“礼”的道德约束功能和“法”的惩罚功能一起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宏观制度。可以说，传统中国的国家制度是家庭、家族制度的一种延伸，因此就有“君父”一体之说，在传统中国，皇帝不仅是“君”，也是“父”。因此就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伦理秩序。王沪宁（1993）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实际上是从统治家族的血缘逻辑上延展而来的。梁漱溟将此种趋势称之为政治的伦理化，即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讲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把阶级国家统摄在伦理社会之中。
〔40〕

 维持国家有两条线索：一是正式体制。自秦以降，郡县制成为历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其中郡县制也穿插着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譬如王室成员都成为某一区域的军政首脑，起到了实际监督作用。二是非正式制度。自汉以降，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人伦秩序逐步成为政治伦理。这种产生于最下层民间的关于秩序的传统伦理成为最上层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随后，经过国家层面的推广，形成自上而下的统治。

传统社会的宏观构成特征主要有：第一，价值认同。华夏民族的价值认同是国家体系建立的基础。无论什么朝代都必须尊重和维护民族的价值认同。民间产生的价值体系和统治者认同的一致导致民族的价值一致性。第二，等级秩序。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之中，皇帝具有最高权威，皇帝以下按照行政级别形成了垂直管理网络，亦即许倬云先生所说的“树型网络”结构。第三，封闭性。整体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坚持思想上和地域上的封闭性。思想上的封闭在于通过一致性的价值观统治人们思想，同时防止其他思想的进入；地域上的封闭性在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第四，强制性。传统社会是建立在集权专制基础上的。为了维持统治，儒家的思想统治和法家的法制统治构成了维持国家的基础。在思想方面，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思想。在法制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制主要是刑法体系，缺少民法。

总之，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从微观的家庭起步，再到中观的家族，最后到宏观的国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关系核心特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以家长制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这骨架之间分布着错综复杂的充满人情和人伦的关系网。“社会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言是根本性的，是从传统延续下来的根，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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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潇认为，人情即以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宗族出发，扩大到聚族而居的地缘，进而拟化出同乡同学同事等“自家人”关系的认同。使人的关系本身重人缘而轻法度，重情谊而轻纪律，以此调节周围的社会关系，形成一个没有社会组织的小群体。
〔42〕

 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社会网络是家族，家族大大拓展了家庭的社会网络，并没有在结构上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家族为基础，当“家”与政权结合，国家得以建构。这种网络从中观层次进一步扩展到宏观层次。许倬云将古代中国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都用“网络”一词进行了非常精辟的描述，他认为，封建制度是连锁网络，郡县制度是树型网络，羁縻制度是加盟网络，理藩制度是联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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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布朗的观点，网络事实上是一种结构的观点。“网络”将国家特征的四个阶段概括得非常鲜明。

传统社会的漫长历史，其点点滴滴都渗透到历史和社会记忆中去。即使到现代社会的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历史的印记。一是在个体关系上强调“强关系”。特别是血缘、亲缘关系观念在国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农村这种观念尤甚。二是家族观念作用下的集体主义特征明显。传统社会，个人行为受到家族影响，这种观念影响到了今天，就是“重集体，轻个人”。集体性组织成为左右个人行为的主宰。三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文化影响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等级制与集权也成为传统国家和转型时期的一个特征。

3.3.4　传统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框架

由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成的一般性逻辑。传统中国社会在微观社会构成上体现为家庭，家庭是由血缘关系而展开的社会基本单位，其特点体现为网络特征，在这一网络之中，血缘的紧疏程度往往是互动的一个基础。家庭秩序是以家庭权威这一规范来维持的。家族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中观基础具有地域性的显著特点。在传统社会之中，农耕性质决定了距离是家族社会存在的一个基础。距离一方面具有地理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具有社会上的意义。在家族之中，血缘关系的紧疏是一种社会距离，它依然是展开家族逻辑的基点，同时距离是家族互动的前提。这种生物学上的秩序逐步成为社会学上的秩序。家族权威不仅仅依靠血缘主导的辈分来维持，还渗透了传统价值伦理的因素，德高望重成为家族权威的关键。国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构成。在国家层面，一方面依靠等级制的行政层级维持着国家稳定，另一方面又依靠传统道德伦理这一规范来维系国家管理。图3-5显示出传统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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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传统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框架

3.4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这一部分，首先分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特征。这将为全面理解转型社会我国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奠定基础。

按照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经典分类和我国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构成的基本特征，可以将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资本分为：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

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有目的的行动中，从自己与他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中可以动用的资源。这种社会联系既有情感性的，也有工具性的。对情感性和工具性的社会网络，林南给予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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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观社会资本，是个人在其所在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位置中所能动用的资源。每个个体都处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组织中居于不同的位置，其获得的资源是不相同的。林南认为，个人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位置的互动。在中国，每个人的工作单位类别不同，在工作单位所处的岗位不同，都决定了一个人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嵌入在社会组织之中。宏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嵌入在体制、地域和文化网络中可以动用的资源。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既定的体制环境、地域空间和文化传统之中，这些都成为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按照我们上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地理和距离因素也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关键要素。从微观上讲，距离是人们互动的基础，距离越近，表示互动的可能性越大。从中观上讲，社会距离也是一种互动条件。按照互动的同质性理论，具有相似社会地位和相同社会特征的人群互动的可能性更大。中观层次上的地理距离也是保证互动的一个条件。在城市中，居住区域距离城市中心越近，越有可能和城市中人群发生互动，相反，距离越远，发生互动的可能性越小。从宏观层次上讲，行政管理体制的垂直系统内在地规定了互动的层级性质。在地理区域上，处于成本优势的考虑，地理距离越近互动越可能发生，反之，亦然。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资本的形成背景

要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必须了解近现代中国传统社会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19世纪中叶以来，封建王朝的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开始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构成。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小农经济开始受到很大冲击。二是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城市社会开始发展。三是社会群体分化。以上主要变化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上半叶，村落家族文化消解得非常缓慢。到了20世纪50年代，乡村社会受到了最强大的冲击，使存在的形态发生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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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七个方面的冲击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一是新政治建立了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体制；二是新政治的宏观体制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三是新政治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打破村落传统；四是新政治用以公共权威为基础的行政区域消化了以族群为基础的宗族区域；五是新政治用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六是新政治用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替代传统的家族观念；七是新政治用现代司法规范和程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规范。在城市，以上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城市社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互动、距离和规范三种基本要素影响下，社会资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3.4.1.1　微观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微观基础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行动自主性开始增强。个体的社会联系是以互动为主要特征的。互动构建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个体之间的互动是按照两条逻辑线索展开的。一是血缘关系网络。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传统社会连接依然是个体互动的主线。血缘关系越近，社会距离也就越近，互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血缘关系展开。差序格局在现代中国依然具有意义。二是地理距离。个人在生活空间里根据自己的爱好、情感选择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地理距离是互动紧疏的决定因素。地理距离越近，互动的可能性越大，紧密度越强；反之，地理距离越远，互动的可能性越小，紧密度越弱。紧密型强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强弱”。三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一种规范。在个体之间互动的情境中，规范是一个重要因素。规范分为既定的和生成的两种。在特定时期价值观指引下，个体之间的互动往往在某一特定人群之中发生。同时，个体互动也有可能在不断接触之中，双方情感、爱好的默识和互相认可会生成出来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联系。

改革开放之前，政治成为主导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轴。加上城乡分割政策，人口流动被严格控制。这样，微观社会资本呈现出典型的时代特征。第一，微观社会资本的城乡分离相当明显。由于国家强制性地推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口被禁锢在农村地域范围内。这样，微观社会资本形成的城乡界限非常明显。第二，微观社会资本的同质性相当明显。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和政治价值的影响，个体社会交往网络主要受阶级成分、政治身份等影响，进而表现出规范制约下的同质性特征。第三，血缘关系仍然是微观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血缘关系是连接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强关系更多地体现为血缘关系。

3.4.1.2　中观社会资本形成与特征

社会的中观基础体现为各类组织形态。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出现了各类社会组织将人们连接起来。个体开始嵌入在各类社会组织之中，进而开始积累社会资本。改革开放前，城乡社会组织表现为不同特征。总体而言，中观社会资本也是受到互动、距离和规范三种因素的影响。

在城市，“单位制”是中观社会资本赖以生成的基础。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实行全面生产要素控制的发展战略，单位制成为适合特定时期的产物。在中观层面，单位成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中介物。“单位制”格局保证了个人嵌入在单位组织之中。“单位”不仅是生产场所，更是包揽了个人福利的场所，包括工资福利、住房、医疗等所有福利。由于单位制的全福利和封闭性特征，个人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高度重合，个人的交往空间和工作空间高度重合。在单位之中，处于组织中相近等级中的个体，社会距离越近，互动频率越高，社会关系越加紧密；反之，不处于相似等级中的个体，社会距离较远，互动频率越低，社会关系越加松散。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决定了个人可能占有资源的多寡。在组织内，居于较高的职位，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反之，居于较低的职位，往往不可能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单位行政层级越高，拥有的资源能力越强，个人在单位中获得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单位行政层级越低，拥有的资源能力越弱，个人在单位中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越小。单位组织的外部规范和内部规范也是获取社会资本的关键。计划经济条件下，政治价值主导一切，遵守政治价值规范的个体更易于居于组织中等级较高的位置。例如党员身份是一个标准，具有党员身份的个体更易于获得提拔的机会，也就更易于被提拔到单位的领导岗位。内部规范是单位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价值观。遵循单位内部价值和规则的个人意味着个人和组织互动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易于融入组织，并获得组织认可，进而居于单位组织内部的较高职位。

在农村，计划经济时期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取代了传统社会家族这一中观组织。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之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既是生产性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这样，集生产、政治与行政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将农村个体完全纳入其中。传统家族的社会功能大大消解。不同的个体按照地理距离被整合在一起，形成生产小组、小组之上为大队，大队之上为公社。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成为中观层面上人们互动的基础。地理距离越近，互动可能性增加，获取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反之，地理距离越远，互动可能性较少，获取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少。同时处于相近社会等级的个体，意味着个体的社会距离较近，个体之间互动可能性较多；反之，处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个体，意味着社会距离较大，个体之间互动可能性也就较少。规范在中观层次上往往体现为政治信仰和内部规则的遵守。具有较强政治信仰并遵守组织规则的个体则可能居于组织的上层，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反之，不具有较强政治信仰并不遵守组织规则的个体就可能被排斥到组织下层，难以获得社会资本。

3.4.1.3　宏观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特征

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是受到特定时期社会制度形式的影响，在互动、距离和规范三重因素影响下，宏观社会资本的形成体现出特定时期的特定特点。

1956年以后，国家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总体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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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性社会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第一，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也是生产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重合。第三，传统社会中“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转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因此，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形态呈现出独特的状态。这种独特的状态表现为，原有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处于国家全面控制之下，国家彻底瓦解了家族系统，形成了“国家—家庭”这样的基本结构。虽然，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出现了各种社会组织，如农村社会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城市中的国营、集体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全部被控制在国家权力之下。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资源控制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垂直分配格局。在资源分配格局下，呈现出中央—省、直辖市—省辖市—区县—乡镇五个层级。在五级行政层级中，越居于上层，获得的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点可以从城市级别的高低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得到证明。一般来说，省会城市在本省域范围内规模最大，因为在本省域范围内，省会城市级别最高，也最易于与更高行政层次互动，而获取更多的资源。五级行政层级体制和行政层级之间的运行逻辑，决定了行政层级的距离，也就决定了不同行政层级之间互动的基本逻辑。每个行政层级都和相邻行政层级之间产生互动。越往上层，资源集中度越高，越往下层，资源集中度越低。个体所在的城市，其行政层级越高，则个体可能获取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体所在的城市，其行政层级越低，则个体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越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完全被行政力量所主导，因此区域之间的互动被严格控制，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被垂直行政体制和严格的区域分割所取代。资源配置只能按照区域划分和垂直体系来进行。因此，横向的地理区域之间的互动几乎不存在。由于实行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宏观意义上的规范——区域文化对人口资源配置不能发生作用。

在城市，个体的宏观社会资本取决于所在城市在整个国家行政体制层级中的位置，一般来说，个体所处的城市，其行政层级越高，意味着个体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越好，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反之，个体所处的城市，其行政层级越低，意味着个体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越差，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少。在农村，由于广大农民都处于宏观行政层级的最底层——村落，决定了其资源获取的数量最为贫乏，因此，农村个体获取的社会资本也就最少。当然，不同城市因为行政级别本身不一致，村落与城市行政层级的距离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个体所处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一样，也决定了获取资源的多寡不一样。

3.4.2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构建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转型”在当今中国是一个在学术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李培林（2001）认为，转型时期意味着多重转变，涉及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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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社会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模式的变迁。1979年我国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政治与行政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总体格局。但是这种转变是在中国社会的深刻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社会为主导的格局，乡村社会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的封建国家和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政策都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封闭社会是当时中国的典型特征。因此，李培林认为，“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转型社会”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三重动力驱动下，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多方面的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持续上升，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加速前进。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导致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原有的村落被城镇所替代。但是劳动力的制度身份并没有消除，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制度权利方面。由于体制的原因，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同步，这一点与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明显不相同。市场化引发的另一个成果是——社会日益走向开放。传统中国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与生产力低下、社会资源贫乏和社会政策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产率大大提高，社会资源开始丰富起来，原有封闭社会形态的基础逐步瓦解，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空间中配置，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社会走向开放的另一个标志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开放。传统政治伦理不再是主宰人们价值观的唯一，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越来越影响人们的行动与选择。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成为当前社会的一道特殊“风景”。礼俗社会在改革开放前被削弱的基础上又重新回归，人们发现，传统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具有相当重要性。在乡村社会，家族复归成为礼俗传统复归的一个重要体现。即使在城市，市场经济要求下的契约主导的法理社会仍然不能忽视传统道德的作用。道德、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在人们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依然明显。

3.4.2.1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微观社会资本形成要素

按照布朗的说法，微观社会资本是“嵌入自我的观点”。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微观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有关。在中国，对于社会网络的本土化研究始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论。我国社会学青年学者刘军（2005）在分析社会网络时，也采用了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曾非常形象地认为：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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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面我们对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做了一个概要性阐述。“转型”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意味着这一阶段是传统和现代的混杂、交织和错综，这种状况也反映到农民工的微观社会资本的内涵中。转型时期微观社会资本具体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关系连带。这种社会关系连带受到互动、距离和规范三种要素影响。转型时期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微观社会资本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乡土社会资本，也称之为农民工的“初始社会资本”；二是城市社会资本，也称之为“新型社会资本”。两种社会资本形成具有不同的内在机理。“初始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在农村拥有的社会资本，是迁出地上具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又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后致性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初始社会资本的要素主要以下几种：第一，血缘关系。农民工的初始社会资本中的“先赋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农民工通过家庭血缘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连带。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强关系”。转型时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家庭承担着每个个体成长的主要责任，个体对家庭的依赖依然很大。个体先天地存在于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血缘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通过拉近家庭社会距离而产生的经常性互动，致使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纽带是个体先天接受的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成员的流动和迁移往往会将这种初始社会关系网络带到其他地区。第二，地缘关系。地缘是农民个体在村落结识的社会关系。在乡村，一个村落往往由几个家族组成。由于地理距离上的接近，个体往往经常参加各种民间活动，进而形成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个体的社会关系是后致性社会网络。个体迁移到城市，往往会将社会关系网络带到城市，形成农民工的初始社会网络。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民个体在家乡的社会交往空间大大拓展，在农村，地理距离是个人结识其他人的影响因素，地理距离越近，社会网络越容易形成。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生活经历促使他们的情感和偏好相近，在相同规范的基础上，这种初始社会关系网络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基于情感和爱好上的规范保证了促使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初始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农民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农民工采取行动时获取资源。在农民工出现进入城市务工的需求时，这些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城市。

进入城市以后，个体开始在城市结识不同的城市人群，则意味着可以编织属于自己的新型社会网络。影响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形成要素主要有：第一，距离，包括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距离始终是农民工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地理距离上看，农民工居住在距离城市中心越近的地区，越能够结识到城市人群，也就越能够编织社会关系网络；反之，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民工，则不易于结识城市人群，也难以编织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也就难以形成新型社会资本。第二，人力资本。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大多处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底层。由于社会距离的差距，他们在心理上始终处于自卑状态，大多难以与城市居民交往。但是，一部分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往往可以通过努力拉近与城市人群的社会距离。此外，由于具有较多文化知识，更易于和城市人群沟通，也易于接受城市人群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更易于编织新型社会关系网络，进而积累新型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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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情感和偏好。农民工中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个体，具有与城市人群更为接近的情感和生活偏好，这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社会资本。农民工建立的新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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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2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中观社会资本形成要素

按照布朗的观点，中观社会资本是“结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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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纳认为，中观社会资本是组群单元和社团单元的体现。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实际和便于更加直观说明问题，我们将中观社会资本所依存的“结构的观点”给予具体化。“结构”不仅指各类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进入城市意味着进入城市各类社会组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其中企业组织是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当然，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也是农民工进入的组织形式，但是显然这类组织相比于企业组织显得非常少。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在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主导下具有社会分层的意义。这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现存的政治体制框架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双重性”特征，即“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而是创造了一种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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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双重体制是维持行政性组织和行政性附属组织——垄断地位上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强势的缘由。相比而言，市场性的企业组织如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社会组织中，个人得以积累属于自己的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林南认为，个人之间的互动事实上是个人地位之间的互动。当然，林南考察社会资本的基点是西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形成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

第一，组织性质和地位决定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互动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互动。个人居于什么样的组织，组织性质如何，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这一切都决定了个人中观社会资本的形成。一般来讲，组织地位越高，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人在组织中的资源也就越加丰富。个人越加有条件积累社会资本。反之，组织的地位越低，组织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少，个人也就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越困难。从目前来看，转型时期中国组织的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组织中，行政性组织地位最高，控制的社会资源最多；相比之下，垄断性事业组织和垄断性企业组织次之；市场性组织再次之。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事实上转型时期中国组织的社会分化趋于一个复杂性结构之中。譬如，在市场性组织内部，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资源控制能力就强于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组织。一个中央级企业拥有的资源可能比一个县级政府拥有的资源更多。因此，组织分化动力机制呈现出三重特征，一是行政等级。处于行政等级的层次越高，资源越多，个体越能够积累社会资本。二是市场规模和市场能力。一些市场性组织具有控制市场规模和操纵市场的能力越强，资源越多，个体越能够积累社会资源。三是社会优势资源的控制能力。一些事业单位，譬如高校控制着优质社会资源，也就具有强势地位。而私营企业往往不具有控制优质社会资源的能力。农民工进入资源控制能力较强的组织，意味着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意味着获得较好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无疑能够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第二，组织内职位和岗位决定了中观社会资本的形成。转型时期在中国组织类型出现分化的条件下，组织内部也出现分层的特征。一般来讲，组织内部层级是组织权威和社会分工的表现。越居于组织内部层级的上层，越能够获得资源控制权，也就越能够积累社会资本。反之，越居于组织内部层级的下层，越不能够获得资源控制权，也就越不能够积累社会资本。岗位也是组织内部衡量社会资本丰瘠程度的一个标志。一般来讲，组织内部岗位分为管理岗位、技术岗位、生产岗位或者操作岗位等。岗位具有博特“结构洞”上的意义。转型时期，工作岗位又远比博特“结构洞”获得不重复信息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因为岗位不仅意味着控制资源和信息的能力，还意味着岗位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纽结，不同的人被安排在不同岗位，其背后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存在。在中国的传统组织结构中岗位还意味着控制优势资源和信息的能力，绝不仅仅意味着“异质性”信息和资源。从实际状况来看，管理岗位控制资源的能力高于技术岗位，技术岗位控制资源的能力又高于生产岗位或者操作岗位，而后勤或者工勤岗位基于末端。因此，社会资本在岗位上的占有往往也体现人力资本的含量。农民工进入较好的组织内部职位，意味着控制资源能力的增加，也就有利于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本，进而有助于融入城市社会。

第三，非正式组织也决定了中观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的开放促使非正式组织的广泛建立，各类社团、协会、群众组织日益增多。社会组织往往将兴趣爱好，价值相同、社会属性相同的人群结合在一起。人们越来越多地嵌入在社会组织中，积累属于自身的社会资本。转型时期，一些社会性组织往往带有更多的行政色彩，因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各界要求政府放宽社会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改革开放前，行政性组织处于全控状态，社会性组织处于空白状态，这样，在转型时期社会背景下，政府将一部分原属于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转换为社会机构，并行使社会职能。由于脱胎于政府行政组织，社会性组织的行政色彩依然浓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性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在社会组织中，居于高位和管理岗位的人员，也就掌握和控制着一定的资源，进而可以积累社会资本。农民工参加的社团越多、担任社团职务越高，意味着可以积累更好的社会资本，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社区也是转型时期中观社会资本的来源渠道。社区是一个松散型组织，虽然没有强制性制度的安排，但是由于社会的组织功能开始建立起来，人们通过社区编织社会关系网络，进而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社区成为特纳意义上的“组织单元”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社区建设仅仅十多年时间，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社区还不能成为人们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中观组织。社会团体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依靠共同拥有的兴趣爱好与价值观将人们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关系连带，并积累社会资本。由于社团的自组织性质，个人个性在社团之中能够得到有力的彰显，更加显示出“个人的自由”特征。社会团体对正式组织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由于社会团体的力量崛起，其对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遗憾的是，中国社团组织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受到政府的较强干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参与上，都依赖于政府组织。这样，社团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镌刻下了浓重的行政痕迹，大大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功能和作用。但无论如何，社团组织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日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农民工进入社区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进而融入城市。

综上所述，农民工中观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组织和社区之中的一种资源。转型时期，组织分层和组织内部地位分层构成了社会分层的基础。通常情况下，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高，嵌入在组织中的个人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越高，岗位越好，掌握资源的可能性越大，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就可能越多。个人嵌入的社会性组织越多，越能够获得社会资源。个体在组织中得到的社会资源越多，社会交往越多，就越能够得到人们尊重，生活满意度越高，与其他人沟通的机会越多，也就越可以融入到社会之中。反之，个体在组织中得到的社会资源越少，进入的社会性组织越少，越不可能得到获得资源的机会，也就越不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得到社会认同的机会也就越低，生活满意度也就可能越小，也就越不可能融入社会。农民工拥有的中观社会资本越多，越能够融入城市社会。

3.4.2.3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宏观社会资本的形成要素

按照特纳的分析，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制度分化的动力的结果。宏观层次社会资本表现为行政层级、地理区位和区域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宏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原有的单一型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社会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力量是控制社会的唯一主导力量。市场和社会力量被政府行政力量所替代。整个国家处于一个高度垂直结构体系之中，支撑这一体系的是垂直行政管理层级。转型时期，这种社会格局发生变化，市场化改革促使纵向的行政体系之中产生了一个横向的市场体系。二是横向的市场配置体系促使区域连接与互动更为紧密。地理区域成为两个不同行政区划地区的互动条件。横向的市场交流增多，市场成为连接两个区域交流的纽带。最邻近的两个区域最具有互动条件，两个区域的生产要素不断交流、配置与互动，成为市场的一种常态。三是跨空间的互动也在文化相通的情况下日益频繁。文化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在人们长期互动中产生，并为人们共同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地域的封闭和市场的限制，区域横向交流几乎不存在，依托于区域间文化互通的交流也较少存在。随着社会开放，社会联系的增加，以文化相通为纽带的区域互动就越来越加频繁。概括言之，宏观社会资本的形成产生于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宏观社会资本产生于行政层级间两个层级之间的互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权力集中的多层级的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层级制自上而下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省级和直辖市政府——省辖市政府——县区政府——乡镇政府。当然，这种层级大致是中国行政层级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较之以前，行政管理体制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与环境的变化是相对应的。例如，从行政层级上看，在省市之间，还有副省级城市；从经济权力上看，还分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等。同时，从地域上看，行政层级的划分并非遵从中央—省和直辖市—省辖市—区县—乡镇这五级，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央直属机构可以分布在各省，而管理权限却在中央，服务权限在地方。同样，各省直属单位可以分布在省域范围内的各市。这样，形成了纵向与横向结合的复杂性网络。总体而言，我国宏观行政管理体制是以“纵向结构型”为主的基本格局。因此，权力格局和权力资源的分布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层，权力资源越加丰富，越往下层，权力资源越加贫瘠。行政权力的多寡决定了每个层级资源获取的多少。这一点可以从处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与其城市规模的关系得到验证。省会城市往往是每个省中规模最大的城市，因为省会城市的行政级别在省域范围内最高，得到的资源最多；其次是地级市所在地在本市域范围内规模最大；而乡镇在行政级别中处于最低层次，其资源获取的也就最少。个人嵌入在宏观网络中的中观层次上的某个结点，不同的宏观层次的资源多寡决定了个人获取资源多寡的可能性。不同行政层级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距离，也意味着互动频率的多寡。按照行政层级，两个相邻的行政层级，由于距离最近，最具有互动的可能性，互动频率最高，紧密度最强，相隔一个层级的两个行政层级之间（如省和县），由于距离远，互动可能性较少，互动频率也就较低。以此类推，可以得出不同行政层级的互动紧密度。村落处于最下层，在行政层级上其与乡镇距离最短，互动频率最高，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其他层级之间互动的资源要少得多。

第二，宏观社会资本产生于两个相邻区域之间的互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以垂直行政管理体系为主的社会结构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格局开始打破了全国行政区域的障碍，向着最具效率的领域和地域配置。这时，从资源配置收益和成本上考虑，地域上的相邻和相近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地域上看，相邻和相近意味着距离的远近。而距离是网络形成的一个重要要素。相邻的省市具有天然形成宏观网络的成本低廉优势。随着人口流动管制制度和区域行政壁垒的打破，一个横向的市场网络借助于地域优势开始形成。随着交通状况和通讯状况的改善，横向的宏观网络不断地扩大。在一些具有天然条件的区域，形成了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发展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相邻区域的合作无疑为区域增加了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为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和途径。

第三，宏观社会资本产生于文化相通的两个区域之间的互动。除了行政网络和市场网络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也是一个联结不同地域，形成宏观社会网络的一个主要动力。文化是历史上积聚在某个地域的人群互动的一个结果。由于特定的时期和历史条件，人们长期共同信仰某种价值，并逐步使之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一种行为准则。不同区域因为共享区域文化，则有可能在区域合作上依靠地理或者超越地理进行。例如，长江三角洲主要以吴文化为基础，从而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文化也是一种社会资本，但并不一定是社会网络。文化产生于社会关系互动之中，一旦定型成为稳定的价值体系，它就能够成为构建社会结构的黏合剂。地理上两个不相邻的区域，一旦资源可以在市场环境中自由配置往往就成为互动紧密的宏观社会网络。这是因为历史上在某个地域，具有相同文化的群体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战争、迁移等产生大规模的移民行动，这些移民也将文化带入到不同地域。这样不同地域的人们因为相同的文化进行互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互动的条件下，跨地域空间的社会网络开始编织起来。

宏观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农民工流动的可能。拥有较高宏观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越有可能实现城市转移，反之，不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越不具有城市转移的条件。

3.4.2.4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在互动、距离和规范影响下，微观社会资本的形成分为乡土社会资本和城市社会资本，乡土社会资本主要产生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血缘与地缘关系表现为一种社会距离，在相同或者相近生活背景下，经常性互动导致乡土社会资本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也是农民工采取行动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农民工的城市转移主要依赖于乡土社会资本。城市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结识的城市人群，进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认同城市生活方式，在建立共同情感和偏好的规范下，互动得以长久产生，进而积累新型社会资本，更好融入城市社会。中观社会资本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组织、获取组织内部岗位以及参加各类社团中积累的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始终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不同组织的内部岗位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层的意义，决定了农民工与城市人群的社会距离。居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组织和组织内部较高的工作岗位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因为地位较高的社会组织和工作岗位可以缩短与城市人群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而可以产生持续互动，积累社会资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参加更多的社团，也可以积累中观社会资本，融入城市。对于农民工来说，宏观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在同一行政区划之内，居于较高的行政层级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好的宏观社会资本。不同区域之间，也是形成宏观社会资本的条件。对于农民工来说，居住于流入地相近的流出地往往能够获得较多的宏观社会资本。由于地理距离邻近，互动可以经常发生，进而产生紧密度较好的宏观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转移。区域文化也是社会资本，相似的区域文化更易于形成社会规范，进而维持持久的互动，积累宏观社会资本。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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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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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

社会资本及其研究假设

4.1　转型时期农民工城市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是：农民工的城市转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转移，就谈不上融入；没有融入，转移也就失去了意义。

4.1.1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涵

农民工城市融合是一个热点问题。没有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没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乡村永久性定居转移（辜胜祖，刘传江，2000）。
〔1〕

 这就说明，仅有农民工的城市转移，而没有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这还远远不够。没有农民工成为现代城市居民这一过程，就不可能实现“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按照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测定标准，城乡人口构成比重仍然是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由于没有“永久性定居”转移，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重仍然在高位运行。陈钊、陆铭（2008）认为，城乡融合有三个层面，第一，空间意义上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最简单的，农民不断进城，并在城市中不断提高比重，城市移民和新移民空间上的融合就实现了；第二，城市居民不断消除对新移民的歧视，消除农村居民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缩小原城市居民和新移民各方面的差距；第三，农村居民和城市中的新移民不会因其身份而与原城市居民在公共事务和政策决定方面拥有不同的权利，从而在政策的决定机制上消除城乡分割政策的形成基础。
〔2〕

 这三个层面也就是地理上的融合、社会上的融合和权利上的融合。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系统，能否容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还要求我们能够从现实层面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包括两个阶段：转移和融入。相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转移不仅是一种空间上的转移，还是身份上的置换。身份上的置换比之空间上的转移要困难得多。身份置换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两个主体的共同努力，一是政府的政策供给，亦即制度供给；二是社会的需求，亦即需求诱致。在空间转移过程中，也是一个行政层级的“爬升”过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层级垂直主导型的国家。每个城市都在宏观行政体系中具有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行政层级越高。农民工的城市转移意味着空间和行政层级的转换与爬升。这种转移也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的深刻内涵。其基本路径必然是由低向高的流动。作为空间上的转移，一定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作为宏观行政层级上的转移，是一种由较低层级行政空间向较高层级行政空间的转移。这种转移是一种“嵌入式”转移，亦即转移发生在既定的制度网络内，渗透着行政体制的痕迹。从中观层面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组织之中开始也大部分处于组织等级的最底层，他们的城市融入不仅是组织在社会中层级的爬升过程，也是组织内工作职位与工作岗位的上升过程。从微观层面看，农民工的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入，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置换过程，由乡土社会网络置换成城市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

4.1.2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

对于进入城市农民工来说，进入城市空间与进入城市领域是两回事。城市空间是一个地理上的定义，而城市领域包含更多制度内涵。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空间和城市领域都是由城市人口享有的。城市人口不仅居住在城市空间某一地理区域上，还是城市领域的主人。他们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并且拥有良好的职业地位。农民工进入城市空间，但在职业空间上却不能进入城市人的领域。按照劳动经济学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农民工基本上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工作。次属劳动力市场在当今中国具有典型意义。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次属劳动力市场是指一些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市场，而中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不仅仅包含这些特征，还包含体制的内涵，即指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和边缘性工作岗位。而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和边缘性工作岗位的双重“占有”，事实上就意味着地理区位这一水平面上的“中心―边缘”位置的特征。在边缘位置，意味着大量社会排斥的存在。城市人群大多处于中心地位，享受着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对公共政策具有发言权和参与权，相反农民工不能享受到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也不具有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因此，他们处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边缘。回流和飘忽不定成为这一群体的生活常态。

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过程来说，经济融入是一个首要前提。相比于农村，很多农民工获得了较之以前更高的收入，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更好的社会地位，也不表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他们进入城市，不仅意味着进入城市地理空间范围，还意味着进入城市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空间是由各类组织构成，一方面组织之间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也存在差异性。在城市，社会空间是由各类组织组成，其中包括行政组织、事业组织和企业组织。对于城市社会空间来说，由于体制格局的作用，导致组织类别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阶层性。比较而言，行政组织在资源占有上、资源控制上和社会地位上具有优势。已有的社会阶层研究表明，党政机关领导人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社会声望上仍居于社会各阶层的第一位。比较而言，事业组织占据着相对优势地位。当今社会，事业组织依然控制着社会资源，特别是对于一些地区来说，由于政策控制，多元资本难以进入事业组织控制的领域，社会组织事实上居于垄断地位。相比之下，企业组织处于三类组织的最下层。在城市，企业具有不同类型的特征。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组织，虽然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大多数国有企业因为丧失了竞争优势而进行了改制，尚存的国有企业要么是城市的支柱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要么是垄断行业，控制着丰富资源。相比于国有企业，其他如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在政策上享有很多优惠。外资企业是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在地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引进外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加上资金、管理上的优势，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股份制企业由于法人制度的构建和原有体制优势，也占据着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在竞争力上处于相对劣势。在组织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般来说，组织的内部分层是由岗位不同而产生的。管理者岗位由于控制着规则，拥有更多资源，处于最上层。技术岗位控制着技术资源，处于次上层。生产岗位缺少资源，处于次下层，工勤岗位往往存在着不稳定性，居于组织最低层。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讲，社会融合是介入社会组织的一个过程，也是进入社会组织内的岗位的一个过程。从现实途径上来讲，从边缘组织向中心组织，从边缘岗位向中心岗位转移的过程，就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的上升，也意味着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上升，还意味着这一群体对生活满意度的增加，受社会尊重程度的增加。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个人需求呈现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层级性的特点。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一种多层面融合，一方面是制度性或者物质性融合，另一方面是精神性或者情感性融合。物质性融合其中包括组织类型和岗位类型，这些方面奠定了农民工生存需求的物质基础。精神性融合主要建立在物质性融合基础上，是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是对尊重的良好感受，是对交往群体融洽程度的直观感受。

4.2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及其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资本类型的一般特征，结合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特点，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4.2.1　农民工的宏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宏观社会资本首先是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在制度影响下，每个个体嵌入在制度框架中，其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与制度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垂直管理的宏观行政管理体制。从纵向看，我国地方行政管理结构是以省、市、县、镇（乡）、村（虽然村在理论上属于行政单位，但在实际上村仍承担着许多政治功能，因此我们仍将村作为一级行政单位）五级为特征的，各级主体产生的互动也具有行政层级制，进而形成宏观社会网络半径的特点。根据五级行政层级，大致可以概括为：紧密型、半紧密型、半松散型、松散型格局。在五个行政层级中，临近两个层级互动是最紧密的，相隔一个层级的互动建立在通过与中间层互动的基础之上，是半紧密型的，相隔两个层级的互动则是半松散型的，相隔三个层级的互动则是松散型。因此可以确定以地方行政结构为主导的地方社会网络半径具有“紧密——半紧密——半松散——松散”的特征。越紧密的层次，互动频率越高，越具有互动强度；反之，越松散的层次，互动频率越低、越不具有互动强度，其网络之间的紧密度及伸展强度越低。

由于个人是嵌入在宏观社会体制之中的，个人的社会资本包含着宏观体制因素。从上述宏观社会网络的特征来看，垂直的行政结构影响下的纵向层级，每个层级与其他层级的互动遵循了紧密、半紧密、半松散和松散型四种类型，而这种类型直接在宏观上影响到居住在行政区域中的社会人群，包括农村劳动力中潜在的流出务工人群。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流动严格受到制度控制，国家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控制开始松动，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由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存在，行政层级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到处于行政层级上的人群的互动。村落与本乡镇互动最为频繁，其次为县，再其次为市，最后为省城。因此，处于不同行政层级城市的村落上的农村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流动条件。对于再次流动的农民工，再次流动意味着接受了首次所在地区行政层级的影响，也具有不同的流动条件。这种条件是一种制度形式，当个人受到这种制度的影响，必定成为他实现目的性行动中的社会资本。当然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不同行政区域的人群流动是有差异的。由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行政区划上的隔离也相当明显，地方保护主义痕迹依然存在。在转型时期，地方政策体系往往都与其他城市不尽相同。有一点值得肯定，地方政策的制定都存在有利于当地的取向。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因此，这种“村—乡镇—区县—市—省”的垂直流动体系，应该考虑行政区划的因素。一般来讲，不同行政区划应该加入本市、本省和外省这三种限制条件。在一个城市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障碍最少，本省不同市次之，不同省再次之。从理论上讲，从流入地的角度上看，本市的劳动力垂直流动限制弱于本省其他城市，本省其他城市劳动力流动限制弱于外省的城市。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民工流出地的行政层级与流入新城市具有显著关系。

这个假设如果以流出地的农民工来检验，可以衍生出两个假设：

假设1a：农民工倾向于在同一市范围内实现转移；

假设1b：农民工倾向于在同一省范围内实现转移。

由于市场化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优势，资源开始超越地理区域，实现跨行政区域的自由配置。按照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般逻辑，资源配置是以效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实现效益最大化必须做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同时也要遵循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即从经验上看，距离越近，互动越可能发生，互动频率可能越高；相反，距离越远，互动越不可能发生，互动频率可能越稀少。

社会资本的形成遵循地理距离的原则，即距离越近，互动可能性越大，社会网络越可能形成。这是因为地理距离越近，网络半径越短，互动频率与互动强度越高。市场化改革引发的资源自由流动空间的扩大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加无疑扩展了宏观社会网络的形成。在垂直的行政层级之外，社会资源的流动主要在地理区位这个层面上进行。由于市场化机制的作用，区域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加剧，资源开始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地理区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理相邻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低廉和节约。因此地理相邻的两个主体其网络半径越短，在网络互动中最紧密，互动频率最高，重复博弈与互动可以促使信任产生，进而编织起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并在社会网络之中产生了社会资本。可以说，地理半径决定了互动半径与互动频率，进而决定互动强度。

林毅夫（2006）研究认为，地区的不平等导致资源的省际流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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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市场化进程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导致要素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的区域间流动。但这种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不可忽视。区域的地理互动形成的宏观社会网络影响了在地理区域中的个人社会网络的结构。一般来讲，两个相邻区域的人群最具有互动的条件，而不相邻的地理区域上的人们互动机会较少。由于地理相邻导致的互动，往往结成较密的社会网络，较密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如果地理不相邻或者相邻较远，往往结织的社会网络也就越疏，促进跨区域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少。同时我们还可以据此推理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转移的劳动力来说，流出地距离流入地越远，农村劳动力则越需要较多的社会网络，相反，流出地距离流入地越近，农村劳动力则需要较少的社会网络。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民工流出地在地域上越接近流入地，流动行为则越可能发生。

无论是对于初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还是对于当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这一假设都应成立。因此，本书提出上述假设的两个分假设：

假设2a：在初次外出务工时，农民工倾向于转移到地理位置较接近家乡的城市；

假设2b：在当前务工行为中，农民工倾向于转移到地理位置较接近家乡的城市。

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本。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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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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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生共同价值观，有利于人们采取一致性行动。作为宏观上的一个概念，文化的形成是以某个具体地域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在某一地域上的人们，受到自然条件如地理区位、地形状况、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土地肥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在频繁的互动过程中默认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文化是以某个地域为基础的，文化的表征是语言，文化深层次的力量是人们的一致性行动和价值认同。文化产生于一个地域，但是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域。历史上，随着人口转移，可能将初始迁出地文化带入新的地域。这样促使移植性文化的产生。历史上的移民文化就可以引起地理上并不接壤的两个区域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这也为两个区域主体互动创造了条件，进而形成宏观社会网络。一般来讲，时间越长、规模越大、年代越近的移民为两个地区提供了相似的文化传统，这样也就提供了一致的社会资本。

文化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交往在地理空间上形成的一种特殊联结。由于处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不断互动，导致语言、社会规则、社会价值和社会信仰的相近和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相似或者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容易形成相同的文化，而相似或者相近的文化也导致宏观社会网络的形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相近或者相似都存在着地理区域上的相邻。移民文化往往导致并不相邻的地理空间具有相似或者相近文化的可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海外殖民的扩张，就将西方文化传输到欧洲以外的殖民地。而相似文化背景的形成也影响了现当代世界移民路线图的形成。在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迁移一直都存在，不相邻地域的相同文化亦大量存在。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地域文化的相似与相近，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域流动。由于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我们采用文化的一个物质表征——语言来说明。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农民工迁出地在语言上与迁入地越接近，越有可能实现流动。

4.2.2　农民工的中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按照特纳的理论，中观社会网络意味着组群单元和社团单元。社团单元在中国可以理解为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组群单元主要指个体依存的非正式组织，例如各类社团。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其工作方式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他雇，即受雇于他人或各类所有制经济组织。他雇说明个人嵌入在组织之中，也就嵌入在组织的社会网络之中，也意味着个人嵌入在他（她）所在组织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种是自雇。即自己依靠体力和技术工作，并不受雇于他人。在自雇过程中，他（她）嵌入在城市内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社会组织是农民工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工必须编织和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是以工作组织为基础的。寻找一份较好的工作，不仅是农民工在经济上的一个保证，也是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基础。按照以往的研究，农民工进入城市第一份工作往往更多地依靠乡土社会网络。农民工在城市是一个职业更替和变换较多的群体。在城市变换工作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市场，二是社会关系。按照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市场也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因此，即使农民工依靠市场求职，也需要社会关系提供市场信息，同时，进入工作单位，也需要社会关系的牵引。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更加明显。边燕杰的研究已经给予了证明。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时间越长，建立的社会网络越多，社会资本规模也就可能越大，越有助于融入城市。同时经历的工作单位越多，越有可能建立多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规模也就会越大。如果具有较好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意味着得到较好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单位；而拥有较高的工作收入，农民工在经济上就越有保证，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和拥有的单位资源与其城市融入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上述假设可以衍生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4a：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年限越长，其融入可能性越大；

假设4b：农民工在城市经历的工作单位越多，其融入的可能性越大；

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之后，工作单位在城市中的行政层级或者规模的大小是个人在社会之中构建社会网络的一个基础。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以后，就意味着嵌入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转型时期，由于行政关系网络和市场关系网络的纵横交错，工作单位在市场中占有的资源可以成为个人资源的来源。但是已有研究和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工大多在体制外组织之中，也就是在市场组织之中。市场中的企业组织也是具有一定层次的。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往往在资源获取上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往往在市场竞争之中，显得非常宝贵。同时在国有企业中，农民工往往能够接触到新型社会关系，进而建立新型社会网络。相比之下，个体经济组织，在市场之中的优势显得较少。由于受到政府支持的力度较少，个体经济组织只能在市场中通过竞争获得生存。在个体经济组织中，由于技术水平低，大多工作都是依靠农民工群体，这样并不利于农民工个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他一些组织，如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等是介于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组织。在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上的难度和几率也介于两者之间。在工作组织中，农民工所在的工作组织是编织新型社会网络的基础。农民工所在的工作单位越好，就越能获得较好的自我感觉。特别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越好的工作单位不仅代表经济地位上升，也代表社会地位上升。因为，在工作单位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周围个体身份地位的上升，也会增加农民工的自我感觉，也会增加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同时，如果农民工在工作单位的职业地位较好，也能够较好地编制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样也会增加对城市社会的认同。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单位的地位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具有高度相关性。

前面理论分析提到，个体的工作岗位或者说工作职位，具有较之“结构洞”意义上的内涵。工作岗位是个体编织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条件。工作职位在一个组织之中，个体在组织中所居于的工作岗位决定着个人在组织中所处的职业地位。在工作岗位的级别越高，意味着掌握工作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工作岗位的级别越低，意味着掌握工作资源的可能性越小。同时，在工作岗位级别越高，意味着获得的工作收入越高；反之，在工作岗位级别越低，获得工作收入越低。工作岗位级别越高，在组织中社会声望越高；反之，越低。同时，越高的工作岗位，更有利于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越能够认可城市社会；反之，越难以建立新型社会网络，越难以认可城市社会。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农民工在单位中工作岗位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具有显著影响。

在城市生活，个人工作地域也是一个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地理区域呈现出“中心—边缘”格局。工作区距离城市中心越近，越容易和城市建立社会网络；反之，离城市越远，越不容易建立社会网络。在地理上，工作地点和城市中心越近，农民工群体越能够感受到城市生活的更多内容；反之，工作地点越远，农民工群体越会感受到与城市生活的隔离。这种感受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影响其融入城市社会。这是因为，工作地点距离城市中心越近，在工作之余，越可能和城市人群互动，越有可能建立新型社会网络；建立新型社会网络有利于认同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工作地点距离城市越远，由于成本因素，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人群的互动就会越少，就难以接受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等。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农民工的工作地点越接近城市中心，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

城市组织除了工作单位这类正式组织，还存在各类社团组织。社团组织也是农民工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不同的人群，具有相同的爱好和价值观，可能汇聚在一起，寻求共同爱好，进而建立社会网络。一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意味着个体嵌入在越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多，就可以掌握和动用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反之，就难以动用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在城市之中，农民工参加多种社团，有利于建立新型社会资本，也更加易于获得社会资本。基于爱好和价值上的认同可能促使农民工群体形成文化认同，这样也有利于融入城市。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农民工参加越多的社会团体，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

4.2.3　农民工的微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农民工是一种职业身份和制度身份的重合。作为职业，农民工是产业工人，作为制度身份，他们还属于或者曾经属于农民。在进入城市过程中，农民工很大一部分依靠原先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城市中的新职业。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农民工在城市获得工作，主要依靠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

但是，进入城市以后，原来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性显示出来，亦即同质性。波茨曾经认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由于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过强，存在排斥外来者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内部集聚力。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入城市以后，需要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网络。一个拥有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员，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再次得到工作机会的信息，还可能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农民工在城市建立的社会资本越多，越能够促进其融入。

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缔结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发挥。同样，人力资本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上升。因为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可能增加社会上其他人群与之交往的可能性。这样也就可能增加其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而且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加具有思想上的开放性，也更易于和其他人沟通和交流，进而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季文，2006），也就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0：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

科尔曼曾经认为，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发挥，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也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构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三个层面：一是经济融入；二是社会融入；三是文化融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提升经济地位的重要保证。只有在经济地位上得到提升，才可能保证具有立足于城市的经济基础，也就具有较高生活满意度，也就更加具有融入城市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1：具有较高工资收入的农民工，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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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农民工社会资本状况分析

5.1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在南京市进行的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状况的问卷调查。在调查之前，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调查问卷和本书的理论框架，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笔者于2007年10月15～20日在南京市玄武区文德里、花红园和红旗新村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访问了15位农民工，作为预调查。在预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问卷。

我们于2007年11月2日至11月20日组织了正式的调查。共有26名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经过培训后，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员参与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了多种抽样方法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首先，在南京市白下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的协助下，从该区流动性人口名录中以等距抽样方法抽取了400名农民工作为问卷调查对象，采用入户调查或者到工作地调查方式进行访问；其次，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本项目问卷预调研获得的经验，部分农民工并不在工作地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登记相关信息，因此，我们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通过从流动性人口名录中抽取的农民工去寻找那些没有进行相关登记的农民工；最后，作为对上述问卷调查的补充，我们在安德门劳务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配合下从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按照方便原则拦截了200名求职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

调查中一共发放了650份问卷，回收614份，剔除无效问卷（包括工作性质为“自雇”
〔1〕

 的农民工填写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580份，有效回收率为89.23％。

样本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进城工作年数分布状况及其编码参见表5-1。

表5-1　样本的基本情况

[image: alt]


说明：n＝580。

5.2　农民工的宏观社会资本

布朗（2000）认为，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
〔2〕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认为，转型时期影响农民工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地理区位和地域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他们都处于垂直行政体系中的最底层——村落。但是，对于转移这一具体行动来说，不同的村落位于什么位置之上，它对每一个村落中的农民影响是不一样的。为了更加简明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南京为例，对不同区域的村落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做一分析。南京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对于南京郊县的村落，转移层级显然为：乡镇―县—市三级；相反，对于苏北某个县城的某个村落，其向南京转移，转移层级为：乡镇—县—市—省城四级。由于行政区划在当今依然对要素流动具有限制作用，如果是跨省转移，这种转移就在原有层级上增加迁入省份的层级。同时，转移的距离长短也是影响转移的重要因素。距离是信息和成本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两地距离较近，则信息沟通较多，转移成本较低；相反，两地距离较远，则信息沟通较少，转移成本较高。同省和异省则又不相同。由于省域的相隔，跨省的两地既受转移成本限制又受信息制约，相比之下，信息制约在前，转移成本在后。如果没有信息来源，就不可能产生转移动机和转移的预期。在具有转移动机和转移预期之后，转移成本才会被考虑在内。相比之下，同省内部信息交流更多，跨省则信息交流较少。这与我国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紧密相联。文化是宏观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语言应该是文化的最直接的表征。

5.2.1　行政体制影响的宏观社会资本

在现行政治体制格局下，对于宏观行政管理体制所影响的农民工宏观社会资本，本书试图从三个角度进行测量：

第一，农民工来源地与南京的行政隶属关系，具体包括两个指标：（1）农民工来源地是否隶属于南京市；（2）农民工来源地是否隶属于江苏省。表5-2对样本农民工的来源地进行了统计。可以发现，从省级层次看，南京的农民工来源地集中在江苏（37.2％）和安徽（35.2％）两省，来源于其他省份的农民工所占样本的比例均低于10％；从江苏省内地级市层次看，农民工主要来源于淮安（27.8％）、宿迁（22.2％）和南京（18.5％），来源于其他地级市的农民工所占比例都低于10％。对于农民工来源地是否隶属于南京以及是否隶属于江苏省的编码情况参见表5-2。

第二，农民工的政治面貌。由于政治面貌也是政治体制作用的结果，我们也对其进行测量，参见表5-3。在本书的样本中，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政治面貌为群众（94.4％），少量的为中共党员（4.2％）或民主党派成员（1.4％）。

第三，农民工的户口性质。户口性质也是体制和政策作用的结果，我们也对其进行测量。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部分农民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土地，户口也由农业户转变为非农户。表5-3表明，71.0％的样本农民工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29.0％的样本农民工的户口性质为非农户。

5.2.2　地理区域影响的宏观社会资本

对于地理区域所促生的农民工宏观社会资本，本书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测量：

第一，农民工来源地与南京的距离。本书采用农民工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公路里程数来测量这一距离。分析表明，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地与家乡的距离的最小值为8.00公里，最大值为3353.42公里，平均值为566.98公里；农民工家乡与南京距离的最小值为19.57公里，最大值为3036.13公里，平均值为518.40公里。

第二，农民工来源地的地理区位。把农民工的来源地分为四类：第一类农民工来源于南京；第二类农民工来源于苏南（操作化定义为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四个地级市）；第三类农民工来源于苏北（操作化定义为江苏省内除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之外的其他地级市）；第四类农民工来源于与江苏接壤的外省，本书中设计安徽和浙江两省；第五类来源于与江苏省不接壤的其他省份。相关统计数据参见表5-2。

表5-2　农民工的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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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580。

5.2.3　区域文化影响的宏观社会资本

学术界对文化的测量一直感到比较棘手。我们在这里以语言为测量标准。语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本书从语言角度来测量由于地域文化产生的农民工社会资本：第一，以一个四级Likert题项测量农民工刚到南京打工时听南京话的困难程度，1表示“很困难”，2表示“比较困难”，3表示“基本没困难”，4表示“完全没困难”；以一个五级Likert题项测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前的普通话水平（mandarin），1表示“很不好”，5表示“非常好”。结果见表5-3。就听懂南京话的困难程度而言，35.4％的样本完全没困难，34.7％的样本基本没困难，21.5％的样本有点困难，8.4％的样本很困难。就普通话水平而言，8.3％的样本认为自己普通话很好，29.0％的样本认为比较好，49.7％的样本认为一般，11.0％的样本认为不太好，2.0％的样本认为很不好。

表5-3　农民工的政治面貌、户口性质和普通话水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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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580。

5.3　农民工的中观社会资本

特纳（Turner，2005）认为，中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是指社团单元组织人力资本和组群单元促生决定一个社会成员待遇地位的社会差别
〔3〕

 。本书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与之紧密关联的社团或组群角度来测量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

首先，农民工工作单位的性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中的个体较为严格地隶属于特定的“单位”。“单位”不仅具有工作职能、生产职能，还具有再分配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单位”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分类功能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它仍然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生活中个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
〔4〕

 表5-4对农民工的中观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就初次进城所做的工作而言，多数农民工的单位多为私营企业（39.2％）、个体经营（34.4％）和国有企业（12.8％），在其他性质的单位中工作的农民工则占有相对较低的比例；就当前工作单位而言，私营企业（53.5％）和个体经营企业（36.8％）占据了农民工工作单位的绝大多数比例，在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比例不足10％，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比例下降很多（由12.8％下降为0.9％）。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企业中就业比例的上升和在国有企业中就业比例的下降直观折射出过去1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状况。对农民工打工年限的统计分析表明，最大值为25.5年，最小值为0.5年，平均数为6.77年，中位数为5.50年。

表5-4　农民工的中观社会资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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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从农民工就业单位所处行业角度来测量其中观社会资本状况。文献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所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和服务业（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课题组，2006；宋丽娜和Appleton，2006）
〔5〕

 。从本书样本看，在初次进城工作时，农民工在这四个行业的比例分别为20.0％、8.8％、10.4％和53.6％，在其他行业的占7.2％；就当前工作而言，农民工在这四个行业的比例分别为8.8％、11.4％、6.1％和71.1％，在其他行业的占2.6％。很显然，农民工群体有向这四个行业集中的趋势，特别是，在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比例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

再其次，农民工工作地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也是影响农民工中观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因为农民工与城市中心距离越近，越有可能与城市人群接触，更加容易接受城市人群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影响，反之，距离城市中心越远，越加不容易接触到城市人群，也不容易接受城市人群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农民工工作地与城市越近，越有可能增加其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反之亦然。在我们调查的农民工中，46.3％的农民工的工作单位距离市中心15分钟车程，33.1％的农民工的工作单位距离市中心30分钟车程，12.5％的农民工的工作单位距离市中心1小时以内车程，8.1％的农民工的工作单位距离市中心1小时以上车程。

最后，按照特纳和普特南的观点，社团是个体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6〕

 参与社会团体的情况反映了农民工与工作单位之外的组织的关联，因而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中观社会资本状况。我们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94.4％）没有参加包括同乡会、工会、社区群众团体和兴趣团体等正式或非正式社团，仅有非常少的农民工（5.6％）参加了此类社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在工作地中观社会网络的单一和贫乏。

5.4　农民工的微观社会资本

本书认为，个体的社会资本就是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与各种类别的个体交往产生了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依据赵延东（2001）的归纳总结，对微观社会网络的考察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进行：一是“整体网”（whole network）方法，通过对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社会网络中的每个节点以及节点之间所有的关系都进行考察，从而了解每个成员的网络资源情况以及整个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这种方法适用于对网络的整体资源状况进行评估，但是，由于网络边界往往难以准确界定，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另一种考察社会网络的方法是“个体中心网”（ego centered network）方法，研究以每一个被研究者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网络情况。这种方法适合研究个体的社会网络状况。由于本书关注的是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资本状况，而无需考察其社会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因此，本书采用“个体中心网”方法来分析农民工的微观社会网络。具体而言，“个体中心网”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种：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和位置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前者通过要求被研究者说出其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然而具体询问每个成员的个人特征、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等，达到把握被研究者社会网络状况的目的。后者的出发点不在于了解被研究者的网络成员的具体特征，而在于直接考察被研究者从网络中可能获取的资源的状况（Lin and Dumin，1986）
〔7〕

 。具体做法是列出表征网络资源的几个特征（如职业、工作单位），要求被研究者指出其社会网络中是否有具备相关特征的成员。赵延东（2001）指出，位置生成法的优点在于它在实际操作中比提名生成法更为简便，同时由于不涉及个人隐私而更加容易得到被研究者的配合；它的缺陷是只能测量社会资本，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具体构成情况。

鉴于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因而采用位置生成法是比较符合研究目的的。在具体测量农民工的微观社会网络时，本书采用了边燕杰和李煜（2001）
〔8〕

 及赵延东（2001）
〔9〕

 使用过的“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指标。边燕杰指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春节拜年是保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义务，因此，通过对春节期间与被调查者有过拜年交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被调查者的核心社会网络的状况。边燕杰和李煜（2001）及赵延东（2001）通过实际使用发现，这种方法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首先询问被研究者：“2007年春节前后，与您通过电话、网络、信件、见面等方式拜年（包括返乡前提前拜年）或联系的亲属、朋友和熟人各有多少人？其中，在家乡、南京和其他地方各有多少人？”之所以关注农民工的春节拜年网在不同地点的分布情况，是因为农民工在家乡、南京等不同地点的社会网络对其转移到南京并融入南京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差异。其次，我们在问卷中列出了22种职业，要求被研究者确认其家乡和南京的社会网络中是否有从事相应职业的成员。这些职业类别取自边燕杰和李煜（2001）及赵延东（2001）的研究问卷。考虑到他们研究的对象均为城镇家庭或居民，其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很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在问卷中预留了空白题项，允许被研究者填写其社会网络成员从事，但是没有列出的职业类别。当然，为了研究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我们对允许填写的职业类别做了限定，以李强（2000）
〔10〕

 研究职业声望时报告的100种职业类别为准。对于不在此列的职业类别，本书在计算职业声望得分时将其排除在外。最后，我们列出了8种工作单位，要求被研究者确认其家乡和南京的社会网络中是否有在相应单位工作的成员。

在确定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后，需要考虑测量的具体内容。本书从三个方面测量农民工的微观社会网络状况：

首先，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的规模，操作化定义为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节点的个数。表5-5给出了农民工在南京、家乡和其他地方的亲属、朋友和熟人的数目。可以发现，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规模（中位数＝21）明显高于在南京（中位数＝6）和其他地方的社会网络规模（中位数＝0）。

其次，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的密度，操作化定义为亲属网络规模和总体网络规模的比值。结果如表5-5所示。可以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网络的密度的中位数为0.35，意味着代表性的被研究者的微观社会网络中，有1/3的网络成员为亲属。另外，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密度大大高于在南京的社会网络密度。

表5-5　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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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网络中嵌入资源的多少是表征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资源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通过测量“春节拜年网”中地位资源总量获得（赵延东，2001）。具体做法为：（1）统计得到被研究者社会网络成员从事的职业类别的总数（指标1），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网络成员从事同一种职业，那么需要注意统计时不能重复计算，他们从事的职业类别数以1计；（2）统计得到被研究者社会网络成员工作单位类别的总数（指标2），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网络成员在同一种单位工作，那么需要注意统计时不能重复计算，他们工作单位的类别数以1计；（3）统计得到被研究者社会网络成员职业声望得分之和（指标3）；（4）统计得到被研究者社会网络成员工作单位得分之和（指标4）。

以上四个指标都反映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嵌入资源的某个方面，我们通过因子分析获得一个反映农民工社会网络嵌入资源的综合指标。由于这四个指标的测量尺度不一致，因此我们首先将相应的指标值标准化，然后采用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s），同时允许Varimax旋转抽取因子。结果见表5-6。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均为0.90左右，结合本研究的样本容量，可以认为，上述因子载荷是非常显著的（Hair，Anderson，Tatham and Black，1998，p.111-112）
〔11〕

 ；累计方差解释率为82.16％，高于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60％的标准（Hair，Anderson，Tatham and Black，1998，p.104）
〔12〕

 。四个指标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93，远远高于学术界推荐采用的临界值0.6（Byrne，2001）
〔13〕

 ，显示这四个指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程度。上述分析表明，采用这四个指标测量农民工微观社会网络嵌入资源是可行的。

表5-6　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资源因子分析

[image: alt]


说明：n＝580。





表5-7至表5-9给出了农民工社会网络中嵌入资源的基本状况，其中，表5-7从总体上进行了统计，表5-8和表5-9分别针对农民工在家乡和南京的社会网络进行统计。可以发现，相比较而言，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要比在南京的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更加丰富。

表5-7　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资源（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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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资源（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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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资源（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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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强关系在华人求职过程中的重要性，本书对农民工的父母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调查，用以补充“春年拜年网”调查的不足。结果参见表5-10。

表5-10　农民工父母的社会资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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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除了社会资本状况外，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状况也是影响其转移和融合的重要因素
〔14〕

 。本书从受教育年数、接受培训次数和天数以及职称／技术级别四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参见表5-11。从受教育年数看，11.1％的农民工受教育年数不超过6年，53.8％的农民工受教育年数介于7～9年，32.4％的农民工受教育年数介于10～12年。从接受培训次数看，接近一半（48.5％）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培训，接受过1次、2次、3次和4次以上培训的农民工分别占19.7％、14.4％、8.3％和9.1％。从接受培训的时间看，培训时间不足1天的占43.2％，接受培训时间为1～10天、10～30天和31天及以上的农民工分别占20.4％、16.1％和20.3％。从职称／技术级别看，47.2％的农民工没有职称和技术级别，也不拥有一门手艺，36.1％的农民工虽然没有职称和技术级别，但是拥有一门手艺，具有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或技术级别的农民工分别占7.6％、6.3％和2.8％。

表5-11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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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自雇是指自己个人和家人进行加工、生产、服务等谋生性工作；他雇是指受雇于他人、企业或其他经济、社会组织。


〔2〕
 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引自《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3〕
 特纳：《社会资本的形成》，选自《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4〕
 单位制功能很多，其中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具有政治和经济分类功能。参见路风：《中国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选自《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宋丽娜，Simon Appleton：《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权益阶层与无权益阶层的抗衡：寻求就业与政府干预》，载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第167页。


〔6〕
 特纳：《社会资本的构成》；选自普特南：《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Lin, Nan and Dumin, Mary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365-386.


〔8〕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2辑。


〔9〕
 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10〕
 李强：《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00～111页。


〔11〕
 Hair, J.F.Jr., Anderson, R.E., Tatham, R.L.& Black, W.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2〕
 Hair, J.F.Jr., Anderson, R.E., Tatham, R.L.& Black, W.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3〕
 Byrne, B.M., 2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4〕
 此类研究很多，笔者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第6章

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其

城市融合的实证检验

在第3章论述有关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本书第4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资本三个层次上提出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若干因素，并给出了相关研究假设。第5章以本研究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为依据，统计分析了在宁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和人力资本状况。本章将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第4章提出的研究假设。

6.1　研究方法

6.1.1　数据

为了保证研究假设检验结果稳健有效，本书首先处理了样本中的异常值。具体做法是：首先对回归分析中涉及的定比（ratio level of measurement）和定距（interval level of measurement）性质的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年数、接受培训次数、在城市工作年数、2005～2007年工作单位数、在宁社会网络情况和月总收入）标准化；如果这些变量的标准值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4，那么相应样本作为异常值进行剔除。经过上述处理，共有57个样本被剔除，最后用于回归分析的样本容量为523个。

6.1.2　变量测量

6.1.2.1　被解释变量

城市融入情况。本书从三个维度去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即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受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在问卷中，城市融入情况的每个维度通过两个五刻度的李克特题项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我们把523个样本随机分成两半。一半266个样本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tory factor analysis），另一半267个样本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城市融入情况六个题项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分析显示，各题项的KMO MSA（Kaiser-Meyer-Olkin Measures of Sample Adequacy，取样合适性测度）为0.63；Bartlett球形检验χ2
 ＝624.29（df＝15，ρ＜0.001）；并且这六个题项都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因此，相关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6-1给出了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三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61、0.64和0.77，均高于0.60的最低要求；三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0.79，明显高于0.60的要求。

验证性因子分析。本书采用Amos 6.0对另一半267个样本进行了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和优度指标（CFI＝0.98，FMIN＝0.04，RMSEA＝0.07）显示该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和数据。

表6-1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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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法，因子旋转方法为Varimax正交旋转。

6.1.2.2　解释变量

在城市工作年数。操作化定义为调查年份（2007年）减去农民工初次进城工作年份再加上0.5。在回归分析时，该变量经过了标准化。

工作单位数。对于在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单位数定义为2005～2007年3年间他们工作过的单位数目；对于从事保姆、钟点工等不隶属于特定单位的工作的农民工，其工作单位数等于他们2005～2007年间做过的工作的种类数；对于既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又做过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工作的，那么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数等于其2005～2007年3年间工作过的单位数加上做过的工作种类数。对于在2005～2007年3年间实际工作单位数等于或大于4的农民工，本书一律将其工作单位数赋值4。

工作单位地位。这一变量用以测量农民工工作单位地位的高低。本研究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将农民工的工作单位分为10类（1．党政机关；2．国有事业；3．外资企业；4．中外合作企业；5．股份制企业；6．国有企业；7．私营企业；8．个体经营；9．集体企业；10．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人员，如钟点工、保姆等）。依据这些单位的地位得分（边燕杰、李煜，2001）
〔1〕

 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国有企业归为地位高的一类，其他类型的单位归为地位低的一类。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来测量工作单位地位，如果样本在地位高的单位工作，那么改变量值为1，反之则为0。

工作岗位。本书首先把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岗位分为五类：管理岗位、技术岗位、生产岗位、后勤岗位和其他岗位，然后采用一组四个虚拟变量来对农民工的工作岗位进行测量（以管理岗位作为基准岗位，也就是，如果农民工从事管理岗位，那么与之对应的这四个虚拟变量值均为0）。

工作地与市中心的距离。本书依据农民工工作地与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将农民工工作地与市中心的距离划分为四个区段：15分钟以内车程、30分钟以内车程、1小时以内车程和1小时以上车程，并分别赋值1、2、3和4。

参加社会团体情况。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测量农民工参与社会团队情况。如果农民工参与了社会团体，那么该变量值为1，反之为0。

在宁社会网络情况。本书从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三个方面考察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为了确定这三个指标能够较好地测量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本书进行了相应的信度和效度分析。首先，计算得到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其次，将这三个指标标准化；然后对这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6-2。该表显示，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0.53，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3，这说明这三个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在回归分析中，本书采用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衡量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

表6-2　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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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523；主成分分析法。





月总收入。该变量用来测量农民工在宁收入状况。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该变量经过了标准化。

遭受社会排斥情况。本书采用两个五刻度的李克特题项测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过程中受到的社会排斥情况。因子分析结果见表6-3。表中显示，这两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0.83。这说明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上述两个题项测量的内容。遭受社会排斥情况得分为上述两个题项得分的简单平均数。

表6-3　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情况的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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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523；主成分分析法。





人力资本状况。本书从三个方面测量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1）受教育年数，即农民工接受正规国民教育的年数，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该变量进行了标准化；（2）拥有手艺／技能情况，采用两个虚拟变量来测量，分别表征农民工是否具有一门手艺和拥有职称，如果农民工既没有手艺也没有职称，那么这两个虚拟变量的值均为0；（3）进城工作以来接受培训次数，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该变量也进行了标准化。

6.1.2.3　控制变量

性别。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测量，男性为0，女性为1。

年龄。定义为调查年份（2007年）减去农民工出生年份再加上0.5。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该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普通话水平。采用一个五刻度的李克特题项测量。1代表“很不好”，2代表“不太好”，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好”，5代表“非常好”。

婚姻状况。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测量，0代表“未婚”，1代表“已婚”。

6.2　假设检验

表6-4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6.2.1　农民工宏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就农民工的宏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转移的影响提出了观点。由于本研究的调研工作是在南京完成的，所有样本的转移目的地均为南京，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从本研究实际调查的样本看，90.3％的农民工来源于江苏、安徽、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和江西七个省，其余9.7％的农民工来源于黑龙江、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和重庆八个省、市、自治区。可见，样本的来源地分布较广，有可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假设1认为，农民工倾向于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实现流动。其中，假设1a认为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同市范围内实现转移，假设1b认为农民工倾向于在同省范围内实现转移。

表6-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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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523。





首先考察假设1a。对本章采用的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南京工作的农民工中，来自于江苏省内各市的农民工共计172人，其中，南京占23.3％、淮安占20.9％、连云港占4.7％、南通占4.7％、苏州占2.3％、泰州占2.3％、宿迁占20.9％、徐州占7.6％、盐城占4.7％、扬州占4.7％、镇江占4.1％
〔2〕

 。图6-1给出了来源于江苏省内各市的农民工的频数分布图。从该图和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南京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中，来源于南京市的农民工比例（23.3％）要明显高于来源于其他市的农民工比例的均值（76.7％/10＝7.67％）。这为假设1a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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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样本中江苏省内各市来宁务工农民工数量

对于假设1b，通过比较来源于江苏省和其他省的农民工的比例来验证。统计分析表明，在全部523个农民工样本中，来自于江苏省的占33.1％，来自于安徽省的占37.7％，来自于浙江省的占6.9％，来自于河南省的占3.8％，来自于四川省的占3.8％，来自于其他10省的占14.7％。来源于各省的农民工的频数统计如图6-2所示。不难发现，来自于江苏省内的农民工的比例位居各省前列，并且明显高于其他各省来宁务工农民工比例的平均数（67.9％/14＝4.85％）。这说明假设1b得到了较好的支持。

假设2认为农民工流出地在地域上越接近流入地，流动行为越可能发生。由此推论，对于一个特定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流动距离较小的农民工应该占较大比例。本书采用两种方式来检验假设2a和假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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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样本中各省来宁务工农民工数量

假设2a认为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倾向于距离较近的目的地。为了检验这一假设，首先把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的距离作百分制转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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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s100
 为转化后的百分制距离值，Dis为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的实际值，Dismis
 和Dismax
 分别为样本中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距离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然后针对每一百分制距离值，计算［0，Dis100
 ］范围内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后，以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的百分制距离值为横轴，与之对应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为纵轴，做出图6-3。图中对角线为平均分布情况下实际观测值与期望值的组合所形成的轨迹。如果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的距离符合平均分布，那么相应的百分制距离值—农民工所占比例组合应该随机分布在图中对角线上下两侧。观察图6-3可以发现：（1）百分制距离值—农民工所占比例组合对应的点都落在对角线上部；（2）百分制距离值—农民工所占比例组合对应的点集中在图的左侧。这说明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倾向于选择较近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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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农民工来源地与初次打工地距离的平均分布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明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目的地与流出地的距离显著偏离平均分布，笔者采用科尔莫格罗夫—斯米尔诺夫检验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Kolmogorov-Smirnov Z＝13.64，ρ＜0.01），从而为假设2a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假设2b认为，农民工在当前务工行为中，同样倾向于较近的目的地。图6-4给出了农民工当前外出务工百分制距离值—农民工所占比例图。不难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距离的分布情况和图6-3类似，即较小的外出务工距离聚集了较多的农民工。科尔莫格罗夫—斯米尔诺夫检验证实农民工当前外出务工距离的分布显著偏离平均分布（Kolmogorov-Smirnov Z＝14.35，ρ＜0.01）。这说明，假设2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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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农民工来源地与南京距离的平均分布检验

假设3认为，农民工迁出地语言上越接近迁入地，越有利于迁入。由于语言的近似程度难以准确评估，因此本书采用一个四刻度的李克特题项来测量农民工迁出地的语言与南京的语言是否相近，即“您刚到南京时听南京话有困难吗？”，选项1代表“很困难”，2代表“有点困难”，3代表“基本没困难”，4代表“完全没困难”。图6-5给出了与该题项对应的统计结果，图中柱状图形中的数字表示相应选项的频数。可以发现，样本中2/3以上的农民工听南京话“基本没困难”或“完全没困难”，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工听南京话“很困难”。这说明，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尽可能选择语言相通的目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3提供了支持。

另外，为了对上述研究结果提供佐证，图6-6给出了农民工进城工作前普通话水平的分布状况。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对特定农民工而言，较好的普通话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不熟悉务工地语言的劣势。因此，就本文样本而言，如果多数农民工具有较好的普通话水平，那么他们是否熟悉南京话就显得不重要。然而，正如图6-6所显示的，只有较少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比较好”或“很好”。这说明能否听懂南京话在农民工决定是否到南京务工过程中是有必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image: alt]


图6-5　农民工迁出地语言与南京话的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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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农民工进城工作前的普通话水平

6.2.2　农民工中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假设4a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年限越长，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模型1-1（表6-5）、模型2-1（表6-6）和模型3-1（表6-7）检验了这一假设。这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年限对其城市融入的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假设4a。

假设4b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经历的工作单位越多，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模型1-2（表6-5）、模型2-2（表6-6）和模型3-2（表6-7）检验了农民工2005～2007年间工作单位数与其融入城市程度的关系。模型回归结果正好与假设预测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假设4b不成立。

假设5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单位地位得分越高，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高。模型1-3（表6-5）、模型2-3（表6-6）和模型3-3（表6-7）检验农民工工作单位地位高低对其融入城市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工作单位地位高低对其融入城市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对城市交往融洽程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受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假设5获得了部分支持。

假设6认为，农民工在单位中的工作岗位对其融入城市具有显著影响。模型1-4（表6-5）、模型2-4（表6-6）和模型3-4（表6-7）以承担管理岗位的农民工为基准，分析了承担技术岗位、生产岗位、后勤岗位和其他岗位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是否不同。回归分析表明，承担管理岗位的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满意度要高于承担其他类型职位的农民工，但是两者在受尊重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别。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表明，承担不同职位的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受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Wilks's Lambda＝0.93，F＝1.93，ρ＜0.05）。可见，假设6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假设7认为，农民工的工作地越接近市中心，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模型1-5（表6-5）、模型2-5（表6-6）和模型3-5（表6-7）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发现，农民工工作地与市中心的距离与其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受尊重程度的关系不显著；而对其城市生活满意度具有负面影响，与假设预测的正好相反。因此，假设7不成立。

假设8预测，农民工参加社会团体有助于其融入城市。模型1-6（表6-5）、模型2-6（表6-6）和模型3-6（表6-7）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参加社会团体对农民工城市交往融洽程度与受尊重程度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其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8只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6-5　农民工城市融入维度1（城市交往融洽程度）

对中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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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6　农民工城市融入维度2（受尊重程度）

对中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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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7　农民工城市融入维度3（城市生活满意度）

对中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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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6.2.3　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

假设9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模型4-2（表6-8）、模型5-2（表6-9）和模型6-2（表6-10）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对其城市交往融洽程度无显著影响，在宁社会网络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农民工受尊重程度具有促进作用，在宁社会网络规模和密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也具有促进作用。这表明假设9部分成立。

假设10预测，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模型4-1（表6-8）、模型5-1（表6-9）和模型6-1（表6-10）检验了农民工受教育年数、拥有技能／职称情况和接受培训次数这三个人力资本测量指标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结果发现，掌握一门手艺的农民工比没有手艺的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要略高（ρ＜0.10）；接受培训则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与受尊重程度；而传统的测量人力资本的指标——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则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没有显著作用。上述分析表明，假设10获得了部分支持。

假设11认为，农民工收入越高，越容易融入城市社会。模型4-3（表6-8）、模型5-3（表6-9）和模型6-3（表6-10）的检验表明，对农民工而言，高收入能够提高城市交往融洽程度与城市生活满意度，但是并不能提升农民工的受尊重程度。因此，假设11仅得到了部分支持。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一览表见表6-11。

表6-8　农民工融合维度1（城市交往融洽程度）

对微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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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9　农民工融合维度2（受尊重程度）

对微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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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10　农民工融合维度3（城市生活满意度）

对微观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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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11　假设检验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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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结果讨论

这一章基于2007年10～11月在南京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资本对其转移和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行政隶属关系越强，地理区位越接近，语言越相近，那么农民工越容易在两地间实现转移；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作单位数目的多少都对其融入城市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两者作用的方向正好相反，前者的作用是正向的，而后者的作用是负向的；农民工工作单位的地位和所从事岗位的性质对其融入城市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地与市中心的距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参加社会团体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在宁微观网络情况对农民工的受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城市交往融洽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他一些社会资本之外的因素，如工资、人力资本等都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的影响并不稳定，具体表现在它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

从假设检验结果看，一些假设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另外一些假设则没有得到较好的支持，其中部分分析结果甚至与假设完全相反。这一部分将对假设检验结果进行探讨，并对研究结果进行适当拓展。

6.3.1　对假设检验结果的探讨

首先注意到，农民工在南京经历的工作单位越多，其融入城市的程度越低。这一发现和假设4b预测的正好相反。笔者在提出假设4b时曾经指出，农民工经历的工作单位越多，越能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从而增加其社会资本。这样，农民工就能够更容易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之所以与假设预测相反，原因可能在于混淆了农民工流动与其社会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农民工之所以流动，并不是为了要获得更高的社会资本，而更可能是因为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本太低，导致其无法融入城市所致。我们对样本作了进一步研究来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首先，在南京频繁更换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也频繁更换工作城市（2005～2007年工作过的城市数和在南京做过的工作数的相关系数为：r＝0.14，ρ＜0.01，n＝523）。其次，农民工变换工作的数目和一系列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的因素负相关，包括月总收入（r＝-0.10，ρ＜0.05，n＝523）、接受培训的次数（r＝-0.08，ρ＜0.10，n＝523）、工作单位的地位（r＝-0.08，ρ＜0.10，n＝523）等。最后，考虑到在中国社会中，强关系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要比弱关系更加重要，农民工在打工地的网络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其城市融入的作用要高于网络规模。频繁的工作变换虽然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规模，但是对其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嵌入资源反而具有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本书数据的支持：农民工在南京做过的工作的数目与其在宁社会网络规模显著正相关（r＝0.18，ρ＜0.01，n＝523），而与其在宁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显著负相关（r＝-0.12，ρ＜0.01，n＝523）。可见，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不利于其融入城市。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间的工作地是否影响其融入城市。笔者在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时认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地越接近城市中心，农民工在感受城市生活和建立城市新型社会网络中越具有相对有利的地位，从而也就更加容易融入城市。然而，对农民工的调查却得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首先，农民工工作地距离市中心的距离对其城市融入维度1（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维度2（受尊重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其次，农民工工作地距离市中心的距离对其城市融入维度3（城市生活满意度）具有负面的影响。

上述理论假设与研究结果的冲突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农民工工作地的区位与其城市融入的关系。诚然，农民工工作地距离市中心越近，他们越容易真切地体验城市生活。但是，对城市生活的了解将会促进农民工融入还是排斥城市生活则有待探讨。我们知道，在城市生活的各个阶层中，农民工处于最底层，部分城市居民甚至并不把他们看做城市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民工的角度来看，他与周围城市常住人口的生活状态存在一定的级差，这种级差随着其工作地距离市中心的距离的缩小而逐步加大。具体而言，农民工与周围城市居民生活状态的差异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有被排斥感。在人际交往中，相似—吸引范式（similarity-attraction paradigm）（Bryne，1971）
〔3〕

 被看作是一个基本规律。人们依据一些可以识别的特征，比如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生活质量等来给自己定位，确定合适的交往对象。如果潜在的目标对象和自己差异太大，那么个体往往难以自如地与之进行交往。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农民工往往会由于城市居民拥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工作而产生被排斥感，尽管通常情况下城市居民可能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排斥行为。我们推断，农民工工作地距离城市中心越近，他们的这种感受越强。本书调研取得的数据支持了这个判断。以农民工工作地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为分类因素，对农民工遭受城市排斥情况做方差分析（ANOVA）发现，农民工工作地越接近市中心，他们感受到的社会排斥越强（F＝8.59，ρ＜0.01，df＝3）。第二，与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增强了农民工的不满意感。一方面，相对于农村生活，农民工的绝对收入确实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在农村，个人收入和生活的差异是有限的，而在城市，农民工与周围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差异要大得多，而且这种差异对多数农民工而言是无法逾越的。因此，农民工即便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也无法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这种情况随着农民工与周围城市群体生活差异的加大而加剧。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多个研究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首要原因在于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多个不同的维度。如何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并非本书的中心工作，因此笔者并没有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而只是按照便利原则，从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受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三个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操作化界定。尽管相关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均表明，上述测量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鉴于城市融入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笔者认为继续探讨城市融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极其有益的。

虽然研究假设获得部分支持增加了我们进行解释的难度，但是也提供了更加深入地分析相关问题的机会。第一，就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而言，我们发现，技能培训要比学校教育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更具有促进作用，而拥有手艺比拥有技术级别／职称更为重要。由此可以推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质量，并且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具有潜在影响。第二，农民工的工作岗位性质对其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受尊重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后者与我们的直观感受存在差异。管理岗位与较高的职业地位相对应，理论上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对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的考察发现，在城市工作年数、工作单位地位和参加社会团体情况都对农民工受尊重程度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而收入的作用不明显。据此可以初步推断，那些与资历相关的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受尊重程度的重要因素，而那些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衡量农民工地位差异的因素则不是决定农民工受尊重程度的重要因素。

6.3.2　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状况对其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影响，笔者就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和在宁的社会网络情况对其工作岗位地位和工作单位地位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表6-12以农民工的工作单位地位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工在家乡和在宁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为解释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7-2显示，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其工作单位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规模的作用则不显著。模型7-3对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状况的回归分析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比较模型7-2与模型7-3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农民工在南京和在家乡的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嵌入资源都影响其工作单位地位，但是后者的影响显然更加显著。

表6-12　农民工社会网络状况对其工作单位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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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表6-13以农民工的工作岗位地位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工在家乡和在宁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为解释变量作了Logistic回归。其中，工作岗位地位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操作化定义：把考察的五种岗位（管理岗、技术岗、生产岗、后勤岗和其他岗）划分为两类，一类包括管理岗和技术岗，与之对应的工作岗位地位值为1；另一类包括其他三类岗位，相应的工作岗位地位值为0。模型8-2显示，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其工作地位都不具有促进作用。模型8-3则显示，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对其工作岗位地位具有极其显著的正面作用。

表6-13　农民工社会网络状况对其工作岗位地位高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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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10，*
 ρ＜0.05，**
 ρ＜0.01。





上述分析表明，农民工家乡的社会网络情况，特别是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对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岗位地位及工作单位地位具有的影响要高于其在城市建立的新型社会网络。我们在上述分析中发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网络的规模对其工作单位地位具有负面作用，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规模对其工作岗位地位也具有负面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所导致的“锁定”现象。我们分析了农民工从事工作岗位类型和其交往对象从事工作岗位类型的关系，结果发现：（1）从事特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与从事相同工作岗位的农民工交往最多；（2）农民工倾向于与具有相近工作岗位地位的农民工交往，比如，从事生产岗位的农民工与从事后勤岗位的农民工交往较多，而与从事管理岗位的农民工交往则很少。在上述交往模式支配下，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无疑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伴随着这种同质性网络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将被更强地锁定在相应的社会位置上。对于那些从事工作岗位地位得分低的岗位的农民工而言，同质性的社会网络无疑阻碍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社会网络规模对其工作地位和工作单位地位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现象。

最后，在讨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是否影响其融入城市。直观地理解，农民工周围的城市居民越是对其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农民工越容易融入城市。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本书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过程中遭受社会排斥情况对其融入城市的影响。

具体的概念模型（包含部分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如图6-7所示。同上文一样，农民工城市融入（Rong Ru）由三个维度测量，分别为城市交往融洽程度（RR1）、受尊重程度（RR2）和城市生活满意度（RR3）。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情况（Pai Chi）由两个五刻度的Likert题项测量，分别为“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周围的城里人对您有偏见”和“在您的工作单位，城里人对您有偏见”，选项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计算结果显示，χ2
 ＝3.30，df＝4，ρ＞0.05，RMSEA＝0.00，GFI＝1.00，AGFI＝0.99，CFI＝1.00，表明该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和程度。表6-14给出了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路径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程度。结果显示，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越多，他就越不容易融入城市。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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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情况影响

其城市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6-14　农民工遭受社会排斥情况影响其城市

融入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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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n＝523；**
 ρ＜0.01。

注释


〔1〕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2辑。


〔2〕
 此处数据与表5-2有差异。原因在于本章采用的样本在第五章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一些异常值，具体参见6.1.1节。


〔3〕
 Byrne, D.E.1971.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第7章

本书总结与政策建议

7.1　本书总结

农民工城市融合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今中国，没有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就难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现今的实际来看，我国农民群体中最有可能实现城市化的人群是农民工。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也就成为本书的主题。

本书主要通过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我们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阐述，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搭建了一个适合解释农民工城市融入这一“世纪难题”的社会资本研究框架。这一研究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微观社会资本，并以此来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转移和城市融入。

7.1.1　宏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

宏观社会资本的产生是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地理区域和区域文化之中的。居于不同行政管理层级、地理区位和区域文化之中，则能够获得不同的宏观社会资本。这些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影响。

7.1.1.1　不同行政管理层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行政管理体制的垂直层级和农民工城市融合关系来看，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垂直型层级制特征，紧密性互动是一个基本逻辑。这种互动不仅仅具有行政过程和行政管理的含义，还意味着资源、信息和社会关系之间共享的含义。因为居于行政层级的越上层，资源拥有数量越多，而且有着向下传递的可能。这样对劳动力流动来说，也就具有社会流动的意义。这种流动正好与行政权力由上而下相反，劳动力流动则是自下而上。因为越向上流动，意味着占有资源的可能性越多，发展的机遇越多。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行政层级之间的互动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进行的。不同省域之间的行政层级之间的互动则不是经常性的，难以形成紧密型互动。紧密性互动往往意味着信息共享越多，而非紧密型互动意味着信息共享较少。对于劳动力转移来说，信息是一种预期，明确的信息，是一种明确的预期。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基于明确预期之上的。对这一点，发展经济学已经给予了较好的回答。在同一省域之内，对于处于村落的农村劳动力来说，与村落最紧密互动的是乡镇，次紧密互动的是县区，较松散的是省辖市，最松散的是省城。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不同省域之间的迁移，要跨越行政区域，相比于相同省域，这种转移难度更大。

实证研究发现，位于不同行政管理层级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宏观社会资本。行政层级对于具有转移动机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迁出地和迁入地属于同省同市，亦即，迁出地和迁入地在同一行政区域之内，例如南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劳动力向南京城区转移，这种转移难度最小。而同省不同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较多，但次于同省同市的农民工。不同省不同市的农民工转移较少，这是因为，他们获得明确信息的可能性较少，迁移中的预期也不明确，转移难度也就越大。

7.1.1.2　地理区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地理区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具有影响。相邻区域互动的可能性较大，互动频率越多，共享的资源越多，其中包括信息资源。这样，对于具有转移动机的农村劳动力来说，也就有利于转移预期的明确。相比之下，不邻近的两个区域，区域之间互动可能性较小，互动频率较少，共享资源越少，有利于转移预期的信息资源也就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就不容易发生。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来源地与初次打工距离具有明显相关性，来源地与初次打工地点距离越近，人数越多；相反，来源地与初次打工地点距离越远，人数越少。同时，笔者还研究了农民工来源地与南京距离和人数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来源地与南京距离越近，农民工的数量越多；反之，来源地与南京距离越远，农民工的数量越少。

7.1.1.3　区域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研究假设认为，两个区域文化相通的地理区域，具有互动的可能性越大；相反，两个区域文化不相通的地理区域，互动的可能性越小。实证研究采用语言作为文化相通的检验要素，研究发现：大多数刚刚进入南京时的农民工听南京话方面基本没有困难。同时，大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普通话水平在“一般”以上。这说明，文化相通是一个促进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7.1.2　中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

中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城市融入”方面。其中主要检验农民工进入的单位地位和单位内岗位对其融入的影响。

7.1.2.1　单位地位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工作单位地位是工作单位资源能力的象征，其中包含着社会资源的丰富、社会资本较高的含义。作为农民工能否进入地位较高的工作单位不仅是具有经济学含义上的“人力资本”因素，还具有“社会资本”的因素。我们在计量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工作地位的影响时采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乡土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来检测。为了方便与直观，我们统称为“家乡社会资本”和“在宁社会资本”。其中对这两类社会资本，我们都运用了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的密度和社会网络中嵌入的资源。研究显示，农民工在宁的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工作地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社会网络规模的作用不显著。农民工家乡社会网络密度、规模和嵌入资源都对工作单位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进入的单位工作地位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城市融入具有较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工作单位地位对农民工城市交往的融洽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受到尊重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显著的。

7.1.2.2　单位内工作岗位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我们首先检验了农民工的两种社会资本——家乡社会资本和在宁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单位内工作岗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乡的社会网络中嵌入资源对其工作岗位地位具有及其显著影响，而遗憾的是，这一结论运用在宁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嵌入资源来检验时，没有得到有效支持。由此，我们推论，农民工在宁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仍然遵循的是——交往相似原则。同质性较强是其主要特征。伴随着与较低工作岗位群体的交往，农民工极有可能被“锁定”在具体社会位置上，交往惯性不能促使他们在原有的网络中“脱身”。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所在单位内工作岗位对其融入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也具有一定维度。研究发现，承担管理岗位的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岗位，但对受尊重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在探讨中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时，我们还发现，工作时间长与参加社团组织的农民工更加易于融入城市社会。而工作单位经历得越多和居住地点离城市中心越接近，并没有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构成影响。我们认为，经历工作单位越多，虽然有助于社会网络规模的提升，但是对社会网络密度和嵌入资源是有负面影响的。居住地和城市中心的距离较近可能越能够切身体验到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这导致我们得出了与假设完全相反的检验结果。

7.1.3　微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

微观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农民工个体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农民工是一个跨越城乡的特殊群体，乡村是他们的出生地和成长地，而城市是他们的工作地和发展地。因此，他们的微观社会资本有两类，一是在家乡的社会资本，二是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在假设中，我们认为，在家乡的社会资本是他们找到工作的重要因素。而在城市积累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收入的农民工也更易于融入城市社会。在研究微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方面，我们将之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间接验证。如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工作地位和工作岗位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分析。二是直接分析。农民工的在宁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宁社会网络情况对其城市交往融洽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密度和嵌入资源对农民工受到尊重程度具有促进作用，在宁社会资本的规模和密度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也有促进作用。经济融入是城市社会融入和城市文化融入的基础，研究发现，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工资收入能够提高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城市生活满意度，但不能提升农民工的受尊重程度。人力资本是社会资本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检验了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拥有技能和职称情况以及接受教育培训这三个指标。研究发现：掌握一门手艺技能比没有手艺的农民工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和生活满意度要高，而接受教育的年限则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没有明显影响。

7.2　具体建议

本书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站在社会资本的视角给予了研究。由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世纪工程”，仅仅依靠农民工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作为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提供者的政府以及农民工工作的载体——各类社会组织和农民工自身，都应该从自身出发，共同努力。借助于研究结果，本论文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7.2.1　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该制定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规划。各级政府要站在实现现代化、增加劳动力收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高度来思考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这一规划的导向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区域为重点，建立帮助农民工就近转移和逐级转移的政策机制。从本书研究的结论看，同省同市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利用长期建立的社会资本，更容易地实现转移和融入城市。因此，“就近转移”应该成为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政策。

第二，政府应致力于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影响。不同的行政区划政策不统一、信息不畅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因素。行政层级过多，将造成层级之间互动距离的增加，也导致信息失畅和失真，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因此，建立行政区划互动机制、减少行政层级，可以增加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宏观社会资本，进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在这方面，可以尝试三步走的策略。首先，配合行政体制改革，在某些发达行政区域推进“省管县”政策，减少“省辖市”的层次；其次，统一区划内的劳动用工制度和政策法规，建立多种渠道的信息发布和信息透明制度；再次，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范围，在更大程度上推进行政层级制改革，全面建立“省管县”的行政管理新体制。

第三，政府可以尝试建立区域性城乡一体化推进试验区。政府可以从区域相邻或者相近的角度，结合区域文化相通的考虑，尝试建立区域城乡一体化推进试验区。根据区域之间相邻或相近的互动原则和文化相同产生的互动基础，充分利用相邻区域地理距离互动和文化相通互动产生的宏观社会资本，促进区域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相近区域的城市一体化推进试验区，关键在于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资本。首先可以按照区域邻近原则，建立城乡一体化合作试验区；其次可以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建立区域文化合作试验区；最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取得经验基础上进行全面推广。

第四，政府应着力于改革社会管理体制，营造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地位平等的政策环境。从目前来看，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和市场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但是，社会组织在营造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环境和作用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组织不具有独立主体地位，更多依赖于政府和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政策过于严格，没有给社会组织发展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社会组织本身是接纳农民工的主体，同时也是促进与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力量。此外，政府应该努力发挥各类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营造其发展的环境。对于农民工来说，不能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是社会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仅是农民工本身的边缘化状况，更在于缺少帮他们融入城市的组织，包括非正式组织。因此，政府应该鼓励社会成立各类团体，增加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联系。要鼓励和采取有力措施，帮助社区建立农民工协会等多种组织，增加其与城市居民互动的机会，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

7.2.2　对各类组织的建议

第一，应建立各类组织吸纳农民工的用工制度体系。按照本研究的结果，进入不同组织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的制度约束，农民工进入城市组织的约束仍然存在。许多组织通过制度门槛，将农民工排斥在外，这是造成农民工与城市人群不平等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份制度依然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典型特征。对于党政部门来说，当前许多地区政府部门在公务员的招考上将农民工拒绝在外，这就影响了农民工精英的社会流动通道。因此，可以通过法规制定的形式，将农民工纳入公务员招考范围，特别是针对乡镇、街道和县区级党政机关，可以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建立农民工招考的确定性岗位。这一举措，一方面可以鼓励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具有较大的政策导向，引起全社会对农民工的平等地位的关注与塑造。对于市场中的主体企业来说，要完善用工制度，并将接受农民工作为缔造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来做。在企业内部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发挥其在企业内部市场的监督作用和谈判能力。对于社会事业单位而言，要通过政策法规，规定其在特定岗位上招聘农民工，逐步推进社会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吸纳农民工城市转移的重要主体。

第二，应规范各类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用工规范。按照本研究的结果，组织内的劳动分工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一定影响。居于不同岗位，农民工的城市交往融洽程度、城市生活满意度、受尊重程度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居于较高的管理岗位，农民工更易于融入城市。但从实际现状来看，制度刚性和身份制约同时制约着农民工进入较高岗位。有研究表明，由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层和分割，造成了劳动力配置上的效率损耗。在城市人群和农民工之间，即使在技术要求相同的情况下，一些组织也不会选用农民工。因此，建立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平等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逐步建立城市各类组织在使用农民工时的规范用工制度。在使用农民工方面，对岗位设置、岗位要求和岗位变动等一系列制度上，一方面，保证消除当前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努力做到平等用工；另一方面，在岗位设置、岗位要求和用工保护上，建立农民工用工保护的监督机制和申诉机制，保护农民工在用工上的权利不受侵犯。

第三，应建立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组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在城市的非正式组织交往上。本研究证明，参加多种协会的组织，有利于积累农民工行动的社会资本。因此，可以建议组织建立农民工协会组织。这种组织建立可以分为三步走。一是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工会组织，并将这种机构纳入财政支持的范畴。各个城市都必须按照要求建立这种组织。目前，城市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农民工没有一个独立组织为其增加话语权和参与各类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机构，这也是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原因。二是在各级人大之中确立农民工劳动委员会。委员会专司农民工劳动立法问题。这样，也将农民工权益保护纳入立法保护范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农民工地位提高。三是建立分行业、分区域的农民工劳动协会组织，逐步使之成为农民工权益保护之家、信息交流之家、友谊缔结之家，进而形成农民工更广泛沟通的社会网络。这样从行政上、立法上和组织上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

7.2.3　对农民工的建议

第一，积极构建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型社会资本。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边缘化地位是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边缘化一方面是外在原因，如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等因素，另一方面是内在因素。其中农民工心理和行为的边缘化也是重要因素。作为个体农民工要积极调适心理，努力融入城市社会。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的各类组织和活动，寻找和构建新型社会资本的机会。积极参加农民工组织，特别是参加维权组织，为争取各项权利而努力参与。同时要不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支撑因素。要积极参与多种技能培训，增加技能掌握能力，不断提升技能水平。

第二，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城市文化，积极接受现代城市观念。研究发现一个有趣问题，即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生活满意度和城市交往满意度上得到提高，但是却不能在农民工受尊重程度上得到提高。这说明，收入较高，并不能带来农民工的完全城市融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农民工自身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城市人群的冲突。规范是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个人生活方式、习俗和价值观都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当一部分农民工的行为、习俗和价值观与城市人群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城市人群对农民工的排斥。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习惯、思维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这样，在他们的行为和城市人群格格不入时，就会产生冲突。因此，改变传统乡土习惯、行为和价值观，建立新型城市社会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选择。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世纪难题。破解这道难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农民工自己的行动选择。当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之时，这不仅仅是一种严峻的形势，更需要我们进行实实在在的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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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农民工社会资本调查访谈表

亲爱的朋友：

我们制作了《农民工社会资本调查访谈表》，我们会就下面一系列问题对您进行提问，因此期待您的配合！您不必写出您的名字，所有个人资料都会严格保密，调查访谈将只以统计结果形式公布，敬请放心！

感谢您的帮助！

A．基本情况

A1：您的性别：

□1．男；

□2．女

A2：您出生于________年

A3：您的家乡位于：______省_______市________县（区）

　　　　　　　　（A3-1）　（A3-2）　（A3-3）

A4：您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1〕

 ________年

A5：您进城工作前的普通话水平：

□1．很不好；

□2．不太好；

□3．一般；

□4．比较好；

□5．非常好

A6：您进城工作前的户口性质：

□1．农业；

□2．非农业

A7：您进城工作前的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2．民主党派成员；

□3．群众

A8：您进入城市前在家乡从事什么工作？

□1．务农；

□2．乡镇企业；

□3．个体经营；

□4．村干部；

□5．学生；

□6．其他，请注明：________

A9：您的职称／技术级别：

□1．无；

□2．无职称，但会一门手艺；

□3．初级；

□4．中级；

□5．高级

A10：您的婚姻状况：

□1．未婚；

□2．已婚

　　（选择“□1．未婚”的跳答A13）

A11：您的配偶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家乡；

□2．南京；

□3．其他地方





请填写如下表格中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如果您已婚，请填写配偶基本情况，否则跳过）：

[image: alt]


说明：表中各字段编码或填写要求如下：

性别：

□1．男；

□2．女

出生年份：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受教育年数：同题项A4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2．民主党派成员；

□3．群众

从事工作：

□1．务农；　

□2．乡镇企业；

□3．个体经营；

□4．村干部；

□5．退休；

□6．其他

职称／技术级别：

□1．无；

□2．无职称，但会一门手艺；

□3．初级；

□4．中级；

□5．高级

职务：

□1．普通工人／农民；

□2．干部

月均收入：按照实际情况填写，若不清楚可粗略估计

B．第一次进入城市工作情况

B1：您第一次进入城市工作是在：________年

B2：您第一次到城市工作是在：_______省________市_______县（区）

　　　　　　　　　　　　　　（B2-1）　（B2-2）　（B2-3）

B3：您在城市的第一份工作的性质
〔2〕



□1．自雇；

□2．他雇

（选择“□1．自雇”的跳答B10）

B4：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城的？

□1．自己单独进城；

□2．投亲靠友；

□3．和老乡一起进城；

□4．先进城打工的老乡带着；

□5．工作单位接送；

□6．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B5：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城市里的第一份工作的？

□1．媒体广告；

□2．街头广告；

□3．劳务市场；

□4．职介所；

□5．上门求职；

□6．城里亲友熟人介绍；

□7．先进城打工的老乡介绍；

□8．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B6：您进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的具体岗位
〔3〕

 是：

□1．管理岗位；

□2．技术岗位；

□3．生产岗位；

□4．后勤岗位；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B7：您进入城市第一份工作的单位的性质是：

□1．党政机关；

□2．国有事业；

□3．外资企业；

□4．中外合作企业；

□5．股份制企业；

□6．国有企业；

□7．私营企业；

□8．个体经营；

□9．集体企业；

□10．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人员，如钟点工、保姆等

B8：您进入城市第一份工作属于哪个行业
〔4〕

 ？

□1．制造业；

□2．建筑业；

□3．零售业；

□4．服务业；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B9：您所在单位是否提供食宿？

□1．不提供；

□2．提供；

□3．仅提供吃饭；

□4．仅提供住宿；

□5．不免费，但有优惠

B10：您第一次进入城市工作每月收入总数大概有_______元。

C．在南京工作的情况

C1：在过去3年中，您依次在______个城市工作过，分别是：

　　　　　　　　　　　　（C1-1）

1．_______；2．______；3．_______；4．______

　（C1-2）　　（C1-3）　　（C1-4）　　（C1-5）

C2：您是_____年到南京工作的；到目前为止，您共在南京工作了_____年

　　　（C2-1）　　　　　　　　　　　　　　　　　　　　　（C2-2）

C3：您刚到南京时听南京话有困难吗？

□1．很困难；

□2．有点困难；

□3．基本没困难；

□4．完全没困难

C4：到目前为止，您在南京做过几份工作
〔5〕

 ？

□1．一份；

□2．两份；

□3．三份；

□4．四份及以上

C5：您目前工作的性质是：

□1．自雇；

□2．他雇

（选择“□1．自雇”的跳答C11）

C6：您目前工作的具体岗位是：

□1．管理岗位；

□2．技术岗位；

□3．生产岗位；

□4．后勤岗位；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

C7：您当前工作单位的性质是：

□1．党政机关；

□2．国有事业；

□3．外资企业；

□4．中外合作企业；

□5．股份制企业；

□6．国有企业；

□7．私营企业；

□8．个体经营；

□9．集体企业；

□10．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人员，如钟点工、保姆等

C8：您目前工作属于哪个行业？

□1．制造业；

□2．建筑业；

□3．零售业；

□4．服务业；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

C9：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现在的工作的？

□1．媒体广告；

□2．街头广告；

□3．劳务市场；

□4．职介所；

□5．上门求职；

□6．城里亲友熟人介绍；

□7．先进城打工的老乡介绍；

□8．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C10：您所在单位是否免费提供食宿？

□1．不提供；

□2．提供；

□3．仅提供吃饭；

□4．仅提供住宿；

□5．不免费，但有优惠

您在南京与哪些人交往较多？他们的特征怎样？请按照亲疏程度列举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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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中各字段编码或填写要求如下：

与您的关系：

□1．家人；

□2．亲属；

□3．朋友；

□4．同乡；

□5．同学；

□6．邻居；

□7．师徒；

□8．同事；

□9．生意／合伙人；

□10．熟人；

□11．其他

职业：参照附表填写

岗位性质：

□1．管理岗位；

□2．技术岗位；

□3．生产岗位；

□4．后勤岗位；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受教育年数：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参照A4





目前您在工作中和下列几类人接触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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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您在南京是否参加了社会团体？

□1．没有参加；

□2．参加了

（选择“□1．没有参加”的跳答C23）

C22：您在南京参加的社会团体是（可多选）：

□1．同乡会；

□2．工会；

□3．社区群众团体

□4．兴趣团体，如集邮、摄影等爱好者协会；

□5．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

C23：您现在工作的地点与市中心相距多远？

□1．一刻钟以内车程；

□2．半小时以内车程；

□3．一小时以内；

□4．一小时以上车程

2007年春节前后，与您通过电话、网络、信件、见面等方式拜年（包括返乡前提前拜年）或联系的亲属、朋友和熟人大概有多少人？其中在南京、家乡和其他地方的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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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没有从事下列工作的？（直接在相应的方格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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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没有在下列单位工作的？（直接在相应的方格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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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些表述，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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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7：自从您进城工作以来，您参加过_______次培训，合计有_______天

　　　　　　　　　　　　　　　　（C74-1）　　　　　　（C74-2）

C78：您当前工作每月总收入大概有__________元。

C79：2007年春节，您是在哪过的？

□1．家乡；

□2．南京；

□3．其他地方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调查员：____地点：____区____时间：2007
 年____月____日

附表：职业类别和声望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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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以下数据可帮助您计算教育年数：小学毕业为6年，初中毕业为9年，高中（中专）毕业为12年，大专毕业为15年，大学毕业为16年，研究生毕业为19年。


〔2〕
 自雇是指自己个人和家人进行加工、生产、服务等谋生性工作；他雇是指受雇于他人、企业或其他经济、社会组织。


〔3〕
 管理岗位主要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车间主任、行政处室负责人，也包括处室一般工作人员，如行政秘书、会计等；技术岗位包括企业内部技术处室的技术人员、车间技术员；生产岗位主要指产品生产操作人员、第一线服务人员；后勤岗位主要指食堂工人、清洁人员、门卫等。


〔4〕
 制造业主要包括：（1）食品、饮料制造业，（2）纺织、服装、皮毛制造业，（3）木材、家具制造业，（4）造纸、印刷业，（5）石油、化学、塑料、塑胶制造业，（6）电子制造业，（7）金属、非金属制造业，（8）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9）医药、生物制品制造业，以及（10）其他制造业；建筑业主要包括：（1）土木工程建筑业，和（2）装修装饰业；零售业涉及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药品及医疗器械、图书报刊的零售；服务业包括：（1）公共设施服务业，（2）专业、科研服务业，（3）餐饮业，（4）旅馆业，（5）旅游业，（6）娱乐服务业，（7）卫生、保健、护理服务业，（8）租赁服务业，以及（9）其他社会服务业。


〔5〕
 如果您在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那么您做过的工作的份数等于您工作过的单位的个数；如果您从事的是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工作，比如保姆、钟点工、管道工等，那么您做过的工作的份数等于您做过的工作的种类数；如果您既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过，又做过没有单位的社会服务工作，那么您做过的工作的份数等于工作过的单位数加上做过的工作种类数。


后　　记

本书的最初想法和基本框架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2008年，我进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仍然将农民工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先后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基金的资助。这样，本书遂以出版。

感谢我的导师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褚保金老师，是他教会了我很多经济学研究方法。感谢我的导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万明教授。他组织的读书研讨，让我学会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审视与思考各种鲜活的社会问题。

此外，我还要感谢应瑞瑶老师、钟甫宁老师、王怀明老师、孟令杰老师、苏群老师、何军老师。他们对经济学独有的领悟和分析，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难以忘怀的影响。

感谢徐光华、王兰芳、陈媛、张晔林、于水、钱德洲、郑永兰、严新明和张龙，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感谢我的好友李华、裴青海和郑洁，他们给了我做实证分析的很多便利和帮助。

研究的艰辛只有做过才知道。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在我学习期间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呵护、体贴和安慰。对于儿子，我只有内疚。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时间陪他玩乐，我曾经将南京的文化仔细梳理记载，想着有一天陪他一一游览，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兑现诺言。

在我学习过程中，单位领导和同事也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他们是刘安宁、管晨、夏小方、吴成钢、李跃芝、王晓多、池天亮、孙建筑、严良、林永夷、周政学，还有林华、申屠平、冯冰、陈爱民、周红远、董晓霞、焦泠、齐悦。

感谢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童星教授，他为此书专门腾出时间作序。

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王瑛老师。她的认真让我敬佩。

感谢我的父母，正因为他们对我的培育和教导，才有此书的面世。

在我的学业中还有很多帮助过的人，由于我的疏忽和健忘，没有一一列出，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OEBPS/Image00056.jpg
B






OEBPS/Image00057.jpg
47 47 47-4 | C47-5 | C47-6
€48 €48 C48-4 | €48-5 | C48-6
€49 €49 49 -4 49 -6
€50 €50 €50-4 | €50-5 | €50-6
51 cs1 C51-4 | €51 C51-6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009.jpg
1 ik AT (%)

U 387 66.7
5

193 33.3
20 % 108 18.5
20-30 % 266 45.9
i 30 -40 % 142 24.6
40 ~50 % 4 7.6
>50 % 20 3.4
R Al 346 59.6
S5 234 40.4
<31 150 310

354 104 15,
MR 5 |0|4| |24 b7 S
>10 142 24.4






OEBPS/Image00053.jpg
4

c -1 (c11-3) (c11-4)
c2 (ci2-1) (c12-3) (c12-4)
c3 (c3-1) (C13-3) (C13-4)
cu (c14-1) (C14-3) (C14-4)
cls (c15-1) (C15-3) (C15-4)






OEBPS/Image00010.jpg
il B AP (%)
40 6.9
60 10.3
s 14
H 14
4 0.7
. 4 0.7
T a8 8.3
16 2.8
8 L4
12 21
8 L2
216 37.1
R 204 35.2
T 36 6.2
i 20 3.4
2N} 20 34
il 16 2.8
T 12 21
Jeils 56 9.7






OEBPS/Image00054.jpg
LF B A - L& %

[ml} 02 O3

m]] 02 [mE]

[ml} 02 03

[ml} 02 03
S o2 =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51.jpg
Bz A8 b ¢ value

Rong Ru— KR 1.00 = —
Rong Ru—RE2 0.54" 0.10 5.38
Rong Ru—RI3 0.47% 0.09 5.46
Pai Chi—PC1 0.85" 0.14 6.27

Pai Chi—PC2 0.78" 0.13 6.21
-0.20"" 0.07 -2.84

Pai Chi—Rong






OEBPS/Image00008.jpg
H3) PR A

I i ]

WA TER J HEX > KB wat%ﬁA‘l

| 1

YRR [P HTR)

M, AR it AR






OEBPS/Image00052.jpg
(A12-2)[(A12-3)|(A12-4)[(A12-5) [(A12-6)[(A12-T) | (A12-8)
(A13=1) 1[(A13=2)[(A13 -3)|[(A13 - 4)[(A13 -5) [(A13 -6) [(A13 - T)[(A13 -8)
(Al4-1) 2[(A14-2)|(A14-3)|(A14 -4) |(A14-5)|(A14 -6) | (A14 - 7)[(A14 -8)






OEBPS/Image00005.jpg
B : PAHERR
iR S ~E FIRK: FIAtLHY

FMEV . HLEE





OEBPS/Image00049.jpg
2

fit A8 -1 iR -2 Bps -3

HZ 2 RERE

. . 0.05
K2 H AR
%2 AR Cois
e - -0.15
EE2ieL]
wzizn (0.18)
45 - 0.87"
R 2 k2 [ i A GE
e[ 3 (0.18)
)(: 60.73 " 8294 102.82*
367.01 344.80 267.03

0.23 0.30 0.41






OEBPS/Image00006.jpg
'S B

St sk

MR (%, K2Y) HEE (95, Ki) MAR (W) SHHLEE (GERE)
WAV (W) /E (FEl) T

i, U5 (WK HE50)

(feE, BliF 9 EE (R9H)

/g
sy W
S A/ BSLH

R EE AL (HR) K
R B/ de i b
(%]

W, BEk/HK, thk
/%






OEBPS/Image00050.jpg
Chi-Square=3.30, df=4, P-value=0.50864, RMSEA=0.000





OEBPS/Image00047.jpg
e BT -3
0.61 0.34 2.93°
-
fieins (0.34) (1.16) (1.65)
B 51 -1.84 -1.63
R
BRI (0.60) (1.26) (1.10)
fieRR AL fit
fE T L RS
s 4 0.62
o b 2 [ K
7 4k 22 [ 4 HLBE (0.78)
St b 1.36°
(6T HE 2[4 1 (0.54)
: _ 0.60"
R LERONT
T2 R AY (0.35)
EEAGT R CECEINGA
-1.96"
(0.58)
215%
(0.50)
3.54%
(1.35)
2651 43.96" 5937
102. 14 84.69 64. 66
agelkerke R 0.24 0.39 0.53






OEBPS/Image00048.jpg
L Bws -1 B -2 Bigs -3
Fryve -3.39" -4.54" -3
) (0.63) (0.73) (0.74)
M -0.52" -0.38 -0.03
(0.31) (0.37)
B ~0.36 ~0.53° ~0.05
i (0.23) (0.24) (0.26)
- 0.64" 0.90" 0.64""
il i K
EAE (0.18) (0.20) (0.21)
g 0.58 0.44 0.56
RIS (0.37) (0.40) (0.43)
e 017 0.29 0.10
RERRER 0.17) (0.19) (0.23)
e 0.54° 0.48° 0.32
RELNTL
e (0.29) (0.27) (0.37)
1.29" L™ 131"
1 I
R (0.40) (0.44) (0.45)
2230, bz 301 ¥ 0.03 0.08 0.19
T
REmlwK (0.21) (0.21) (0.25)
R
15 A RIS
(05 R R oo
(0.31)
o -0.42
£ 4R 3
Y L x (0.30)
0.08

(R RS LEAI N

(0.19)





OEBPS/Image00013.jpg
S [ %% il )i
o SOME ORI PR RN ORI P AE ROME RO g
9 0 207 6 0 130 21 0 30 0
0 30 1 0 75 10 0 30 0

LIPS 0 100 2 0 100 5 0 70 0






OEBPS/Image00014.jpg
sl 5 g8 by

Heg

7 RO RO R ROME SR R RN A
MmN 0 200 0 0 150 2 0 30 0

R R (0 R B + M)A RS LB + SN IS L) ¢ rh






OEBPS/Image00011.jpg
RRAL B FoH (%)
2 4.2
B 8 14
548 94.4
- 168 2.0
412 710
48 8.3
168 2.0
e i kT 288 49.7
EPNE 64 1.0
WAL 12 2.0
64T IF A 205 35.4
19057 7 57 1 AR T A 201 34.7
W AT I A A IR A 125 215
LK 49 8.4






OEBPS/Image00012.jpg
YU T

pik8 5 (%)

o (%)

L 5 0.3 0 0.0
A7l 9 16 10 1§
SRl 14 2.4 5 0.9
LR R (2 s 0.5 0 0.0
g MG Al 5 0.8 5 0.9
T EAT A 73 12.8 s 0.9
227 39.2 31 53.5
200 344 213 36.8
28 4.8 21 3is
14 2.4 10 1.8
116 20.0 51 8.8
i ©  ws  ® 6
tml 311 53.6 412
42 7.2 16
LAt 15 Srph L 4 - - 268
30 53 LV AR = o 192
[N PICER - = 73
RN D S == — 47
Lhite WAZM = = 548
RS Zm = — 32
14 2.4 25
152 312 177
e 213 36.8 146
102
125 216 131
46 8.0 101






OEBPS/Image00045.jpg
R

[

AR L] T 1 1 56 1 9
AR L1 T

SV 92 B

ERIUC SR 95 TN, A IR 100 T4 5 390 0 R 31 8 46 02 % 9 kol

(BT BRI

tE)

ACR TR T AR SRR, S A T RERE MR K

ARRCTAEIR T 26109 ARSI, i AR
AR LA T A S 3 3 56 BT ARl 8 2 L
AR IR LA S o A £
AR R0 T 0 B S 1

IFEEIPN

A FE Tl AR 2 FLAT 5K
AR T 0 T P

AR 2 ik 2 U AT B T 3L A
R TR LA 2VEARE , B AEYE fE A

A
HAi i

AT ¥EA R, W5 THAMRNH 2
LY A MR T, 05 T ARl ¢k 2

R ) % B S0 R K S
A TR MG 77 5 IE AN , RA47 T

LIESY:

L&
53
L&

s

L&

L&
R
AT I
A
AR,
I
[
AR
SRR






OEBPS/Image00046.jpg
x BRT7-1 B 7 BT
307" -s1s° —an2e
(1.35) (1.99) (2.55)
0.2 0.1l -0.56
3
i (0.65) (0.75) (1.10)
o 0.80" Lot* 3.62°
s (0.43) (0.51) (1.60)
" -0.20 0.09 S0z
AR
RAEAY (0.40) (0.60) (0.63)
; ~0.29 0.63 -1.93
SR
BGHR, (0.72) (0.90) (1.37)
N— s L 2.60°
L (0.40) (0.46) (1.03)
-0.28 0.13 -2.76"

AT 2
Rtg-NTe (0.73) (0.99) (1.35)






OEBPS/Image00042.jpg
ik
it s -1 Hs -2 S -3
19.28* 18.30 "
0.29 0.29






OEBPS/Image00043.jpg
3 Bime-1 Bime-2 Bime-3

Ex L] 3.08™ R F 5
) (0.23) (0.24) (0.23)
R
Ve 0.14 0.02 0.16
) (0.11) (0.11) (0.11)
- -0.07 -0.07 ~0.16"
N (0.07) (0.07) (0.07)
KT -0.08 -0.02 -0.10
. (0.07) (0.07) (0.07)
e 0.32° 0.38° 0.32°
(0.14) (0.14) (0.14)
LELES
NIBEAIRE
— 0.06 0.0 0.02
A
FURER (0.07) (0.07) (0.06)
> 0.21* 0,23° 0.19*
RBEE—T1F
- @ .11) 0.11) .11)
0.07 -0.09 -0.12
P KHER 2
LR (0.15) (0.16) (0.16)
-0.03 -0.06 -0.15

ki3

i i
Wk (0.09) (0.09) (0.09)






OEBPS/Image00040.jpg
2

A5 it f4-1 Boga -2 a-3
7 A
t31 0.58" 0.64" 0.65
(0.08) (0.09) (0.09)
A 0.08° 0.14° 0.12°
) (0.05) (0.05) (0.06)
M AT 0.09° 0.00° 0.07
(0.04) (0.05) (0.05)
R 0.21 0.18" 0.15
(0.09) 0.11) 0.11)
i 2 i
N3G AR
0.05 0.09 0.06
(0.04) (0.05) (0.05)
— 0.12° 0.05 0.03
TR T1F2
5 (0.08) (0.09) (0.09)
A K ~0.17 ~0:11 =018
(0.12) (0.13) (0.12)
B 0.21" 0.20 0.16"
(0.06) (0.08) (0.07)
(RIS IR TR INIA
(e 2 0.0
(0.07)
-0.01
Ta
tET &I (6:06)
(e ] =9.04
(0.05)
A B
F 2300 18.88
Adj R? 0.32 0.34






OEBPS/Image00041.jpg
A it HRs-2 RS -3
Pree 3017 2.93* 3.03™
) (0.16) (0.17) (0.16)
B
2] 0.05 0.01 0.06
h (0.08) (0.08) (0.08)
P 0.247 0.257 0.237
(0.05) (0.05) (0.05)
el i kT 0.11° 0.147 0.10°
(0.05) (0.05) (0.05)
- -0.00 0.03 -0.01
HFHIAR S
BEE (0.09) (0.09) (0.09)
it B ik
NS gARBL
S 0.02 0.04 0.02
(0.05) (0.05) (0.04)
0.01 0.03 -0.00
REBESE—FL
- 1Fe (0.08) (0.08) (0.08)
1R -0.16 -0.20 -0.18
(0.11) (0.12) (0.11)
BT YK 0.397 0.39" 0.387™
(0.06) (0.06) (0.07)
(R AL A L BRI
) -0.02
1554 2 R LR
AN (0.07)
T2 017"
(0.06)
(AL SR A BEH 0.12
(0.05)
0.04

Ji B

(0.05)






OEBPS/Image00061.jpg
“ﬁ%%%

',{{ Kl%ﬁﬁ m?«/\ffr






OEBPS/Image00038.jpg
% BRI 3 -1 BURI3 -2 BRI -3 BIKI3 -4 BIRI3-S BIM3-6
. 0.20° 032" 0457 0.32° 0397 0.38"
AR
ks (0.13)  (0.14)  (0.15)  (0.15)  (0.14)  (0.14)
T M -0.08  -0.04  0.04 -0.07 0.0 0.03
(0.06)  (0.06)  (0.07)  (0.07)  (0.06) (0.07)
wEa nFe 020 02T om* 08 0n* 027"
o ©.11) (0.1 (0.12)  (0.12)  (0.11)  (0.11)
0.10 -0.08  0.09  -0.02 -0.00 0.04
(0.15)  (0.16)  (0.18)  (0.18)  (0.16)  (0.16)
-0.08  -0.06 -0.02 -0.09 0.04  -0.03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 G 0.20°
Al T A
BT A4 4 (0.07)
2005 - 2007 -0.21"
LA i (0.05)
I 0.68°
A
[y T0.26)
LA
- -0.60"
Pk (0.25)
] 2108
L= (0.25)
T ]g_ ?; )
-1.08"
L
Jebig (0.26)
i -0.18"
it
LA (0.05)
» 0.38
S LS
Bt 2B AN (0.27)
r 14420 14457 13387 13,967 13637 12.17°

Adj K 0.22 0.22 0.21 0.25 0.21 0.18






OEBPS/Image00039.jpg
s -2 04-3

3.28" 34
(0.19) (0.18)






OEBPS/Image00036.jpg
Lk

w2 -1 Bw2-2 gg2-3

-4 BM2-5 Bw2-6

I Wi

b

LAt

M2

¥ 1951 18,797 19.227

Adj R 0.30 0.29 0.34

0.09
(0.20)

-0.05
(0.20)

0.03
(0.20)

0.18
(0.21)

-0.05
(0.04)

16,837 16,10






OEBPS/Image00037.jpg
it B3 -1 BUM3 -2 BUM3-3 HUN3-4 B3-S B3 -6
P 3207 3287 3057 4077 3467 3047
m (0.23)  (0.23)  (0.25)  (0.33)  (0.25)  (0.24)

it
pEs 0.17 -0.00 0.16 0.25 0.04 0.13

& (0.11) (0.11) (0.12) (0.12) (0.11) (0.12)
- ~0.26"  -0.03  -0.15° -0.07  0.02  -0.08
" (0.08)  (0.07)  (0.08) (0.08) (0.07) (0.07)
i KT -0.15" 0.01 -0.10 -0.13° -0.07 -0.08
e (0.07)  (0.07)  (0.07)  (0.08) (0.07) (0.07)






OEBPS/Image00004.jpg
AR ERFH—MRRRIRE AL SR

ERER—IUR. 8. %25





OEBPS/Image00002.jpg
EMAWRER ———> F2WE

anzit 5
FMAHTER HALRE
HFFHTT

BB RR —— EEREE ——— MAEE

ExRZEm






OEBPS/Image00003.jpg
HEFA—AFIERRFR (TARRERRIR ) —#ERR - B

HEME LA

HEERA—ERLE (i, S8R ) —E2EEE - FNEKR





OEBPS/Image00000.jpg
B
o
3

>

wAnEBS |,
amame [ IERT

HRME L
Lo TR

SCUEBOR IR

i

BB

HRAIESREI





OEBPS/Image00044.jpg
2

We-1 Bitle e -3
T RE Sk 22 2
5 0.20°
STPNT
ETHAN (0.09)
& 020
|l
i L (0.08)
x % 0.02
E R A T
(e 542195 0.0m)
" 035"
A A
1 (0.07)
F 105" 13,017 14.747
Adj R 0.17 0.20 0.22






OEBPS/Image00001.jpg
b
(€ s b N
P AR T R PR )

HHRER

TR R

RREHIE -
] (38, il
(AL&HH ) Ho B
%)
W
EBE

5
(BUNECGE . Tiggig. AnAsaEiRan )





OEBPS/Image00035.jpg
Bom2-1 BEM2-2 BUW2-3 Bil2-4 BIM2-5 BUN2
P e 3™ 3.09" 319" 316" 312" 3.05™
o (0.17)  (0.17)  (0.18)  (0.26)  (0.18)  (0.16)
e G
) 0.09 0.02 0.16° 0.15° 0.07 0.10
(0.08)  (0.08) (0.09) (0.09) (0.08) (0.08)
i 0.15™ 0.25™ 0.34" 0.347 0.20™ 28"
N (0.06) (0.05) (0.06) (0.06) (0.05) (0.05)
— 007 0137 002 004 008  0.08
(0.05)  (0.05) (0.05)  (0.05) (0.04) (0.05)
. -0.05  -0.03 -0.17 -0.13  0.06  -0.00
R
R, (0.09)  (0.09) (0.11)  (0.11)  (0.10)  (0.09)
. 0.04 0.02 0.02 0.02 0.03 0.01
Pt
Stk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pws f1gy 001 <001 =005 -0.04 0.4 0.05
e (0.08)  (0.08) (0.08) (0.05) (0.08) (0.08)
o =-0.13 0.20° 0.07 0.05 -0.12 -0.14
R
LEL 011 (01 (013)  (0.13) (011 (0.11)
BRI 0: 38" 0.39" 0.42" 0.42% 0.367 0.39
! (0.06)  (0.06) (0.07)  (0.07)  (0.07) (0.06)
i i
o 0.14%
FEIRT T A4 5
RILIEERC (o o)
2005 ~ 2007 4 -0.07"
R (0.03)
” " 0.37°
A S o
fi i 0.18)

LA






OEBPS/Image00031.jpg
130

160

140

MEE  ANEE EAREE TLREE
HIB RIS S EHEg?





OEBPS/Image00032.jpg
250

150

R

100

50

WA ARE R whE R
ST AT Al TS KT





OEBPS/Image00029.jpg
HIZ1E (Expected Uniform Value )

100

o
S

a
S

IS
S

»
S

o

20

40 60
WME ( Observed Value )

80

100





OEBPS/Image00030.jpg
(oneA wuoyrup) peredxy ) RN

20

40 60
FWHE ( Observed Value )

80

100





OEBPS/Image00027.jpg
150

50

L W OWdE IR AENG B om0 EX
FBE R OWE TR O IWE O wl ¥T






OEBPS/Image00028.jpg
Dis = Dis in
Dis,... —Dis,...

Dis\o =






OEBPS/Image00025.jpg
gk

% i Jie /i ki % bifi 22
A A 300 3000 1196.25  495.50
2R L 1 5 2.63 12

AR ;

LR 2 16 9.73 2.24
&—-NFL 0 1 0.36 0.48
AT 0 1 0.17 0.38

HEZ RN YR 0 10 112 1.66
WIS 5 IS R S 8.00 335342 566.98 649.83
LEEE &7 19.57 3036.13  518.40 619.02

0 1 0.35 0.48
16.50 54.50  26.82 8.68
1 5 3.30 0.87
X 8 50 11 0 T 1 4 2.92 0.96

R 0 1 0.40 0.49






OEBPS/Image00026.jpg
0

WE OER OFM EE R AT
HrEE BEO’M OB BN






OEBPS/Image00033.jpg
it B -1 BUR -2 BOB-3 BUBL -4 B8 -5 Bl -6

356 3577 3647 4037 3357 3357
(0.18)  (0.18)  (0.20)  (0.27)  (0.20)  (0.18)

e 0687 0.537  0.717  0.747  0.677  0.607
' (0.09)  (0.09)  (0.10)  (0.10)  (0.09) (0.09)

i 0.02 0.18° 0167 0217 0.13°  0.157
) (0.06) (0.05) (0.07) (0.07) (0.06)  (0.05)

— 0.02 0127  -0.03 0.0 0.05  0.06

R (0.06)  (0.05) (0.06)  (0.06)  (0.05) (0.05)
. 009 012 006 0.0 013 0177

AR,

SRR (0.10) (0100 (0.12)  (0.12)  (0.11) _ (0.10)






OEBPS/Image00034.jpg
ik BUB 1 -1 U1 -2 BUM1-3 B0 -4 801 -5 BIMI1 -6

— 0.00°  0.06 007 006  0.08  0.03
S (0.05)  (0.05)  (0.06) (0.06) (0.05) (0.05)
wma gy 003 002 006 0l 005 0.0
e (0.08) (0.08) (0.12) (0.10) (0.09) (0.09)

-0.06 -0.22* -0.09 -0.03 -0.08 -0.15

CIA R
HERH (0.12)  (0.12)  (0.15)  (0.15)  (0.13)  (0.12)

P, 0.17 0.17 0.21 0.16 0.20 0.21
(0.07)  (0.07)  (0.08)  (0.08)  (0.08) (0.07)
fi R A ik

: 0.20"
3l 1A 4
e ST T A4 8 (0.05)
2005 ~2007 4 -0.18"
LA 8 (0.03)
N 0.23
e o
0 ot
CAER A
AR o
(0.21)
e -0.73
(0.21)
Jii ¥ -0.35°
(0.21)
fbig -0.48°
(0.21)
g 0.05
Ri=
" 0.04)
B2 AR
3 23027 24.527 10257 18137 20,00

Adi B 0.35 0.37 0.33 0.35 0.






OEBPS/Image00020.jpg
HAT LIk FOPH (%)

<6 ff 60 10.3
ZHTTEH 7~9 4 288 49.7
10 - 12 4 232 40.0
0K 281 48.5
1K 114 19.7
2% 84 14.4
3K 48 8.3
=4 % 53 9.1

[ES 251
1-10 % s 20.4

T2 BN KL

1130 % 93 16.1
=31 % 11§ 20.3

x 274
X, 2—11FL 209 36.1
AR/ HEA D5 IE'S 44 7.6
37 6.3

16






OEBPS/Image00021.jpg
[ERRA103

L i
1 2 3
0.89
LA (P ZI R R 0.77
BEFN AT AR LG, S FARF ) o 4 % 0.90
MREUIDERENET PN TS 0.80
i 0.89
A 3 50 024 AR DK 38 0.89
explained 0.240.25 0.30
ve variance explained 0.79

Cronbach o 0.61__0.64 0.77






OEBPS/Image00018.jpg
it/ JLoN! B i P2
T 375 43 830 0 518 24 70.13 100. 47
LA S 7553 4 0 444 29 49.90 65. 61
B 0 10 1 1.90 2.06
LA S 8 0 3 1 1.16 1.29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19.jpg
H54E

B A (%) MR RTARIE (%)

<641 256 441 396 68.2

Pt 794 178 30.7 136 2.4
A 10~12 4 125 21.6 44 75
>12 % 21 3.6 4 0.9

1 19.1 15 26

i 0 0.0 0 0.0
469 0.9 565 97.4
ZE 285 49.2 393 67.8
S TA 25 4.3 30 5.2
BT MEZE 155 26.7 101 17.4
R 20 3.4 0 0.0
YN 25 4.3 15 2.6
Sty 70 41 7.0

x 426 496 85.5

WA KIFE, 2-11FL 98 16.8 58 10.0
piley 5 0.9 5 0.9
41 70 5 0.9

10 18 16 2.7

Will TA/ARE 513 88.5 564 97.2

B

i 67 11.5 16 2.8






OEBPS/Image00016.jpg
die/AMi Sk i i it

T A 3275 43 £ 0 0 944 121 180.08

LAE 4553 £ 0 444 68 95.84

kA 0 17 3 3.87
0

LA i B F 3 2 2.10






OEBPS/Image00060.jpg
4814

2 4512
13 47.93
14 41.37
15 47.34
16 41.15
17 47.06
18 46.88
19 46.30
20 46.03
21 45.75
2 45.60
pi] 43.64
u 2.2
25 42.20
2% 4171
b 4.2
23 33.80
2 37.63






OEBPS/Image00017.jpg
di/AMi di kA i i i ifl 2

TPl e 3275 53 A 0 944 62 126.98 168. 89
LA S i 3 8400 0 444 39 69.85 78.61
ol 0 18 2 2.82 2.96
LA K 0

s 1 1.52 1.46






OEBPS/Image00058.jpg
€52-5 | €52-6
€53 -5 €53-6
€54 -5 €54 -6
€55 -5 €55 -6
€56 -5 €56 -6
€57-5 | €57-6
€58 -5 €58 -6
€59 -5 €59 -6
€60 €60 -4 €60 -6
61 61 -4 | €61-5 | C61-6






OEBPS/Image00015.jpg
% R I F 4R

Bk 0.91
CAE LR 0.89
Bl A7 7453 £ A0 0.90

LA i e 53 £ A0 0.92
B R MRE (%) 82.16

Cronbach « 0.93






OEBPS/Image00059.jpg
—

PEFRE FERE
62 112 (345
€63 112|345
€64 1123|415
€65 112]|3]4]5
€66 11234
c67 112|345
€68 112345
€69 112 (3|45
C70 112]3]4]5
cn 112(3]4]5
cn 112(3]4
C73 1 23|45
C74 1123|415
75 1123415
€76 112(3]4






OEBPS/Image00024.jpg
T /MIT

f e THIH biifi 2

AR
i A
ST 2T file i L
SRR
i
iR Bt
I T A4 B
LA S 4
AR f i

W

HAbi
LAl 5 7 oo Y B
Sk 2z s
TE TR SR BL «

k2R 2 LB

165 HE 22 2 A W

0.50

0

0
-0.93

5 3.29
5 3.10

26.50 7.36 5.95
4 1.91 113
1 0.04 0.21
1 0.20 0.46
1 0.25 0.43
1 0.25 0.43
1 0.16 0.37
4 1.83 0.93
1 0.04 0.19

100 1522 19.27
0.83 0.13 0.18

2.50 -0.10 0.76






OEBPS/Image00022.jpg
i i P F 4R 6o

L AR AR 22 9 5 0.83
RTAE T 422K 0.75
AR TAE T L2216 0.65
0.53

0.63






OEBPS/Image00023.jpg
ronbach o

Moo 2]
L AERERY AR R R, p 0.91
2. {4 TAF o B A i I 0.91
Variance explained 0.83
(

0.79






